
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
———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

乾嘉情懷及其意義

蔡長林

提　 　 要

李慈銘因《越縵堂日記》而於晚清享有盛譽，是書評騭經史

百子之斷語，洋洋乎百萬言。後人震懾於其賅博宏富，多以《日

記》所書之文而溯源李氏之學，或以其論學林高下之語而述清

季學術。但此類論述，並未能直陳隱没在學術論斷之後的終極

關懷。是以本文透過爬梳《日記》中的言論，探討李氏在進行學

術批判時的準繩，乃是以乾嘉漢學傳統爲典範；通過對學人、著

述之臧否是非，試圖扭轉學術之歪曲，以冀重建已然頽圮的漢學

宫牆，重返心中那個學術、政治皆足垂範的乾嘉時代，也依此闡

明傳統士人力圖斧正學術而醇厚風俗的理想追求。

關鍵詞：李慈銘　 《越縵堂日記》　 乾嘉漢學　 學術價值觀

一、 前　 　 言

以洋洋數百萬言《越縵堂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在晚清

享有大名的李慈銘（１８２９—１８９５），其實並未得到後人充分的理



解與認識。這樣的説法，倒不是認爲李慈銘其人其學未曾引起

過注意，也不是認爲李慈銘的利禄之心與善駡之名應當洗刷，更

不是認爲李慈銘迷戀歌郎穨廢不經的晚清士大夫形象需要爲之

避諱。而是認爲，對於上述負面形象的過度渲染，使得潛藏在李

氏内心之中的學術情懷與精神寄託，往往爲此表象所遮掩，以故

對其論學脈絡之掌握與人格清濁之認知，也就仍處在渾沌之際，

尚未有細緻之分析。換言之，學界對李慈銘的理解與評價，並没

有想像中的那麽到位。當然，倒不是説先行的研究，除了在知識

層面對李慈銘的學問文章進行討論之外，未曾有過這方面的探

索，但所論或對李氏缺乏温情與敬意，或是淺嘗即止〔１〕。所以，

對於李慈銘的學術情懷與精神寄託，似仍有探討之餘地。而且

個人以爲這方面的探討，是理解李慈銘其人其學最關鍵之處。

或許由於《清史稿》將李慈銘歸於《文苑傳》而非《儒林傳》

的緣故，注意李慈銘學術成就的人不多，這方面的研究，總的來

説較爲薄弱，評價也不高。例如錢穆即批評李慈銘“徘徊漢宋，

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２〕，顯然是認爲不足以當著作

之林。劉禹生批評李慈銘，以爲：“不過本其經史百家詩文之

學，號召同儔。至於體國經野、中外形勢、國家大政，則所知有

限，實一純粹讀書之儒。卻又不能守其所長，乃以己見，侈談故

事，宜香濤（張之洞）諸人不敢親近。”〔３〕這樣的評論倒也離題不

遠，畢竟政治領域上的揮灑折衝，並非李慈銘之所長，李氏也因

屢困棘圍之故，終身未得所遇。但是，劉禹生的批評並没有意識

到，潛藏在李慈銘心中的那種欲以重建學術規範來廓清政治秩

序的急迫之感。其實，體現在李慈銘嘻笑怒駡諸般文字背後的，

是傳統士大夫蒿目時艱的痛苦情狀。他心中充滿的是長日將盡

之歎，是科舉掄材不當，造成學術失範、政治污染、世運日晦的無

奈之感。從他的治學目的與自我設定的位階來看，既非意在引

領一代學術之運以開風氣之先，當然也没有體國經野，學兼中西

的能耐。我們應當關注李慈銘的也不該是在這一方面，否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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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像某些評論一般，以未能有現代化意識批判李慈銘，令人感到

怪異〔４〕。

另外，汪辟疆説：“越縵喜談經學，實非所長。一生學術，乃

在乙部。批閲諸史，丹黄滿帙。”〔５〕亦即肯定他的史學而否定他

的經學。至於費行簡 （沃丘仲子）與張舜徽，則對李慈銘有最嚴

厲之批評。如費氏認爲李慈銘“治經僅習訓詁，漢人家法絶無

所知；治史徒能方人比事，不識源流體例。嘗觀所爲《日記》，動

詆人俗學，不知己學亦非甚雅也”〔６〕。張舜徽則批評李氏自道

所學，謂平生所不忍自棄者有二：一則喜觀史；一則性不喜説

部，實乃自文之辭。張氏謂觀李氏平日涉覽，全在宋、元、明人説

部書，經史俱非所長，於經學尤荒蕪。又批評他於樸學家堅苦寂

寞之功，無能爲役。故《清史稿》置之《文苑傳》末，實爲平允〔７〕。

按繆荃孫曾言：“越縵於經學、小學未有著述，似難列於《儒

林》。……若列入《文苑》，尚可爲後勁，厠之《儒林》，黯然無色

矣。”〔８〕蓋以李氏無經學、小學之專門著述，而詩文尚有可觀，足

爲後勁，以故將李慈銘納入《文苑傳》。這樣的標準倒是無可厚

非，卻不見得能够真實反映出李慈銘客觀的學術水平來，必有仁

智之見〔９〕。至於認爲李慈銘長於史短於經，抑或認爲李氏經史

俱非所長，於經學尤荒蕪，這樣的評價，以今日眼光來看，其實還

有許多探討的空間。

首先，不論是李慈銘的經學抑或史學，都帶有濃厚的乾嘉學

術印記。在我看來，此一學術印記有其特殊之義藴，不宜僅僅視

爲李氏“細針密縷，比較鈎稽”〔１０〕的學術表現風格而輕易帶過，

還要看到這是李氏衡量興衰治亂、是非善惡的準繩。換言之，只

注重其史學而不關注其經學，將無法充分展現李慈銘論學背後

的學術情懷。其次，即使身後不足以厠身儒林，並不表示李慈銘

的學術就無探討之意義。先且不談深受漢學考據影響的李慈

銘，對文字、訓詁、校勘、目録、版本、金石諸學均有心得，值得爲

文專門介紹。吾人更須在意的是，著述與評論之區别。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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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正如同作家與批評家之間，即使無法成爲作家，不代表無法

成爲批評家。同樣的，李氏縱不足以躋身儒林之列，然其學術評

論，乃爲本色當行。《清史稿》在這方面也是不吝贊揚，如言：

“（慈銘）日有課記，每讀一書，必求其所蓄之深淺、致力之先後

而評騭之，務得其當，後進翕然大服。”〔１１〕又如金梁所言：“越縵

所記，多當時學術動態及評騭，關係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

學術思想傾向，爲翁、王、葉諸家所未備，有裨研治近百年中國學

術思想史者之參考採摭。”〔１２〕《清史稿》與金梁之言，已充分指

出李氏《日記》價值之所在。更何況其評騭點勘，亦有過人之

處。李文糾即言：“（《日記》）考據精詳，綜合名實，議論賅博，引

證宏富，仿之亭林《日録》、滌生《日課》，有過之無不及也。”〔１３〕

王存訓則稱李慈銘：“每讀一書，撮其指意。鈎元契領，採擷其

英華；起廢箴肓，糾繩其謬誤。略如《四庫全書提要》之例，而詳

贍過之。”〔１４〕蔡冠洛亦云：“清同、光間士大夫，承乾嘉餘緒，竟

以漢學相尚。越縵老人流寓京師，翱翔其間，其才氣之盛，考核

之精，並世無兩。”〔１５〕而楊樹達更是極力推崇李慈銘，以爲：“越

縵先生者，乃承錢（大昕）、洪（頤煊）之流，而爲有清一代之後殿

者也。”〔１６〕並且認爲：“後人治史，若捨先哲遺留之田土置之不

耕，徒鹵莽滅裂，乞靈於外人，於學固無所得，而其有一愧於錢、

洪、王、趙及越縵諸先生亦已甚矣。”〔１７〕換言之，李慈銘雖無足够

分量的經史撰著，但是他留在《日記》中大量的讀書劄記，對於

研究古籍及治學術史者往往富有啓迪教益之功，其價值亦堪敬

陪乾嘉先哲之後。此諸家之評論，想亦足以彌補其没有躋身

《清史稿·儒林傳》之憾。

但是，這樣的評價，尚不足以體現出李慈銘治學精神之核

心。既然李慈銘論學以乾嘉爲式，那麽在論述之際，會帶有什麽

樣的關懷？是僅就學術而論學術，抑或是藉評騭學術而别有寄

託？這一點其實學界至今，尚未有系統的討論。但是只要細讀

李氏《日記》就不難發現，字裏行間的寄託之意，其實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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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這種以乾嘉爲式的立場所展現出的學術情懷乃至

精神寄託，對李氏本人有何意義？而其精粗之間，又有何出彩之

處？這一點，更是理解作爲一個傳統士大夫的李慈銘，最關鍵之

處。舉個相近的例子，身爲文化遺民，陳寅恪對外患日亟、國運

日蹙的同治、光緒時期，還會寫下“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

全盛年”〔１８〕的詩句爲之詠歎。許多新派人物，如胡適等人便對

此感到不解。如今看來，這其實不難理解，這種對舊時代的追

憶，其實是在身處新時代的不適應的情況下，所營造出來的對於

過往出以無限美好想像的文化情懷與精神寄託。就好像歷經大

革命之後的法國人，對路易十四時代充滿了追憶與贊歎一樣。

同樣的，即使未曾面臨改朝換代之痛，但對於親歷太平天國戰

亂，又經過無數次科場失敗，以及目睹晚清官場與學術敗壞而怨

懣叢生的李慈銘而言，他的乾嘉情懷，其實就是一種對過往時代

的美好想像，也是一種對盛世時光的追憶，更是一種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後的精神寄託。所謂“周召没而王迹衰，幽厲作而風雅

變”〔１９〕，然則頌周召即所以刺幽厲也。

但由此我們更須明白的是，爲何李氏將情懷寄託於乾嘉？

其實李氏寄託於乾嘉的情懷，其間透露出的，還是傳統讀書人根

深蒂固的經學政治觀。套用他的好朋友張之洞的話來講，就是：

“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２０〕須知傳統

學者，即使是乾嘉諸大師，在主觀上也不僅只是把學問當作知識

對象來看待，而是寓有更深層次的價值規範。他們對某些學術

形態的歸宗（例如漢學），或是對某種學風的批判（例如宋學），

其實都隱藏有很深的以純化學術從而達到純化政治的儒者關

懷，此即所謂轉移風氣者也。而不僅僅是停留在方法學層次上，

宣揚自己實事求是的學術主張而已。更何況對李慈銘而言，他

的乾嘉情懷，絶非僅僅落實在追求客觀化與去道德化這一做學

問的方法學層次上。更具有鮮明色彩的，是他的乾嘉情懷，是他

用以衡量學術、政治、文章、風俗人心乃至整個人文傳統美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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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２１〕。而其出發點，除了學術關乎世運這一傳統思維在其靈

魂深處發酵之外，他依稀的童年記憶裏，也曾短暫浸染過盛世的

流風餘藴，這些美好的回憶與感受，讓他終其一生，念念不忘，而

於《日記》之中，深情追憶，款款流露。

換言之，作爲一個泛覽經史、嫻熟詩文的傳統讀書人，在追

撫往昔，痛感當下的同時，李慈銘自然而然地會以一個文化人的

角度，將一切對盛世的美好想像，化約成一種對乾嘉學術的追隨

與護持的心情。這不但表現在他對盛世文章的緬懷之中，也表

現在對所處學術文化環境惡劣的批判裏。於是維護鄭玄、褒美

乾嘉、痛批道咸以降學術失範之表述，不斷出現在其文字之中。

而這一承平與板蕩、盛世與亂世的對照，又與李氏對學術優劣的

判準相重疊。從這個角度來看，對盛世文章充滿贊歎之情的李

慈銘，就算在《儒林傳》排不上號，也無愧於身處護持傳統學術

文化的士大夫之列。所以，必須先掌握李慈銘歸宗乾嘉的用心

所在，從中發掘李慈銘的學術靈魂，亦即其價值理想寄託之所

在，才能對他的學術評論有更深層次的理解與評價；否則李慈銘

的形象，終不過是一個縱情聲色、脾氣古怪的狂生罷了，而其豐

富的論學所得，終究亦不過是作爲吾人討論傳統學術時，借以佐

證持論的素材而已。

二、 對盛世文章的緬懷

在李慈銘的文字叙述裏，經常會看到他對過往美好的幽思

緬懷，相對的也常看到他對世道人心之不滿與批判。潛藏在緬

懷與批判這兩極化情緒背後的，是他對重建秩序的渴望。而這

種渴望重建的秩序，並不是風調雨順、百姓安居這樣的庶民情

調，而是一個知識人、文化人對承平土壤培養出的盛世文章之渴

望，以及欲以學術挽世運的悲願。先來看一段李氏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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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就叔子卧室閑話，因及承平時家園之樂。先世雖皆

以勤儉治生，然食德服疇，宇内殷樂，故暇必聚鄰里親戚，過

從飲食，以次治具，歌詠嬉遊，兒時猶及見之。今三十年，天

下遂已至此。我生不辰，謂之何哉！平世士夫，亦間尚風

流，而不以刻意詩歌爲事，亦無裙屨之飾、絲竹之好。信然

而作，信然而輟，其吐屬皆得中和之音。雖不以詞藝名，而

太平之象，藉之以見。（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八）

所謂的食德服疇，簡單講就是繼承遺澤舊德，耕作先人田疇。換

言之，就是一個維持家風的“世家”形象。當其時，宇内殷樂，里

黨之間，過從飲食之際，必有歌詠風流之雅；而其間絲竹吐屬，亦

盡有宫商中和之音。此蓋乾嘉承平之縮影，然沾溉所及，連道光

初年尚在垂髫的李慈銘，都對此風流餘韻，印象深刻。須知這種

盛世文章，不只是表現在吐屬中和的詩酒風流上，其内在更有精

博邃密的學術力量以爲支持。因爲當其時，“老師宿儒巍然負

文望者尚十數公，讀書爲秀孝者猶十而八九，其學皆足潤一身，

其行皆足式一鄉”〔２２〕。其意蓋謂風俗之美，導因於學術之醇。

可惜不過三十年，天下遂已至此，故有“我生不辰，謂之何哉”之

歎。但我們卻不宜將李氏這番我生不辰的感慨，僅定格在對戰

亂後的破敗景象作情感抒發，還要看到的是李氏對盛世文章消

散的慨歎，他遺憾於自己未曾生活在乾嘉的經術文章所構築成

的盛世裏。再來看另一段記載：

吾邑楊六士（夢符）先生《心止居集》，爲古今體詩四

卷，雜體文二卷。先生世家邑之安城鄉，爲大瓢先生（楊

賓）從孫，僑居毗陵，久宦京輦，際乾嘉之盛，與一時魁傑角

逐藝事，飛騰觴詠，其詩文皆雅隽麗則，有先民典型，孫（星

衍）、洪（亮吉）諸君子言之詳矣。先生……中子掞爲張茗

柯（惠言）高第弟子，勤袍遺書，斐然有作。……余自歲在

甲申，主講問津書院，有楊生鳳藻……以此書及大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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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邊紀略》稿本來謁，始知生爲子掞之孫，孑身僅存，家徒

壁立。先生兩世所著，僅此二册，弊紙破爛，版已久亡，余爲

整理完之。吾越故家文獻衰落，摩挲此册，片楮零縑，彌可

寶貴，略言其概，俾後有考焉。光緒辛卯正月會稽李慈銘識

於京邸軒翠舫。〔２３〕

從這一段文字裏，我們再次看到李慈銘對際乎乾嘉之盛，懷有的

特殊情緒。文字中隱隱透顯出的，是他對故鄉前輩身處盛世，能

與乾嘉諸君子角逐藝事，飛騰觴詠的羨慕之情，同時也是對文學

故家凋零，鄉邦文獻衰落的感慨。再來看一段他對王煦的《小

爾雅疏》撰寫的《題詞》，其言云：

先君子嘗謂吾越有二《雅》之學，邵二雲氏《爾雅正

義》、王汾原氏《小爾雅疏》也。……王氏所著，尚有《説文

五翼》及詩文集數種。……予謂邵氏及郝蘭皋氏之《爾

雅》、王氏之《廣雅》與先生此書，皆文義淵藪，曠古絶今，可

援漢文帝立《爾雅》博士例，置於學官，爲國朝四《雅》之

學。……予己未歲入都，行篋僅攜先生《説文五翼》一種，

爲賊奴竊去，惋悵纍日。嗣遍閲廠肆，又於同鄉旅寓各處訪

求，竟無從得。今年館商城相國（周祖培）家，同允臣比部

偶過市，覯此書，時行縢僅京錢兩緡，即舉付購歸，如獲異

寶。回首故鄉，已爲盜窟，家毁於火，插架所有，盡成灰燼，

此板亦當付巨劫決矣。鑿楹莫保，庭訓墜地，對之泫然。同

治壬戌四月，李慈銘識。〔２４〕

按此則記載，既是他對乾嘉時代《爾雅》之學的最高禮贊，同時

懷有追憶庭訓，傷家園劫火之痛的戚然之情。在他看來，王念孫

的《廣雅疏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

以及王煦的《小爾雅疏》，都是文義淵藪，曠古絶今，代表當時

《爾雅》之學的最高水平。他呼籲可援漢文帝立《爾雅》博士例，

置於學官，爲國朝四《雅》之學。值得玩味的是，他對《説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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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失而再得的叙述，在懷舊情緒之下，還帶有家園劫火，斯文

燼滅的濃濃感傷。真可謂長日將盡，典型夙昔。盛世一去不返，

徒留遺澤供後人憑吊。

必須指出的是，李慈銘之所以會有如上述之緬懷，與其知識

養成過程中，長期浸染在乾嘉前輩的著作裏有關係。在《復桂

浩亭書》裏，李氏感慨自己其生也晚，吳越經師已奄化，當時的

擁比設帳者，多不讀注疏，使他擣昧之質，遂無自啓。“迨得讀

《學海堂經解》，始知經義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窮如此者，遂稍

稍讀甲部書。自漢及明，粗得崖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２５〕

其意蓋感慨乾嘉經師所塑造出的學術與知識氛圍，在李慈銘青

少年時代的紹興，已不復及見。換言之，對乾嘉學術的喜愛與浸

淫，主要是來自於閲讀與自學，而非來自於師承與傳授。正因爲

自以爲較同儕乃至當時的專重科舉八股的讀書士子有更高層次

的視野，所以他會在《日記》中對在任學政周玉麒頗致鄙薄之

意，也不是難以理解之事〔２６〕。

值得一提的是，李慈銘在應秀才試的階段，接連受到主考官

的提拔。道光三十年的院試，以及咸豐元年的科試〔２７〕，主考官

都是當時的浙江學政，著名的漢學家吳鍾駿（夝舫）〔２８〕。吳氏

對於李慈銘的詩文評價甚高，對其闈卷批詞云：“首場風華掩

映，法密詞圓，詩文俱稱。覆試貫上語脈，醒出正意，濃淡相間，

心細手和。經藝珠圓玉潤，詩秀雅。古學筆意，如走盤珠，盤旋

如意。”（咸豐甲寅三月十四）〔２９〕這裏所説的“古學”倒不是指考

古之學或經學中今文與古文之分的古學，乃是針對八股文而言，

凡不屬於八股的學問，諸如經解、史論和詩賦等，概稱古學。〔３０〕

誠如學者所言，李慈銘的讀書方向，與其時士子競研制藝以博高

第的情狀，似乎大相逕庭。這與李慈銘連考三次纔中秀才，這種

考運奇舛的遭遇有極密切關係〔３１〕。所以李氏對於吳鍾駿的慧

眼獨識頗有感激之情，時過十年之後，仍認爲其稍知向學，實源

於此〔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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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赴京，是李慈銘一生的重要轉折。他治學道路的確定，

也是從此時開始。從《日記》可以看出來，李氏在赴京之初，購

得一批經學著作，尤其著重《説文》之學。咸豐十年（１８６０）正月

十三日立春，是日《日記》云：“買得段玉裁《説文》四帙，比年覓

此，今日始得，可喜也。”〔３３〕其間還買了王鳴盛的《尚書後案》、

汪中的《述學》、孔廣森的《儀鄭堂文》以及練恕的《多識録》

等〔３４〕。換言之，李氏至京師之後，在學問的興趣上有一大轉變，

對經學尤其是字學大感興趣。觀其所買所閲，除了一直感興趣

的文史之學外，還增加了一大批乾嘉前輩的著作。如《説文》段

注、《經義述聞》、《禹貢注》、《公羊通義》、《大戴禮補注》、《鍾山

劄記》、《龍城劄記》、《十駕齋養新録》、《廿二史考異》等，這些

都是經學、史學方面訓詁考訂的大家之作。同時，入都之後的李

慈銘，也交往了一批喜談經學、已有著述的士人，如素喜小學的

謝增。正如盧敦基所言：“總的來説，李慈銘的學術理念到京師

後開始定型。按照宏大叙事，京師此時開始主張漢宋兼採，但是

李慈銘接觸到的還是以漢學爲主的理念，所以他到了京師後反

而更執著於漢學。”〔３５〕換言之，李慈銘生平學術路向在青壯年時

期業已定型，此後不管談經論史，其學術觀皆未有重大轉變，一

貫維持著漢學的價值觀與方法論。

問題在於，李慈銘並非純粹的經師或學者，他也是衆多的科

舉士子之一。他雖然對於漢學有極高的興趣，也認同這樣的學

問纔是讀書人所應追求的目標，更是對於自己的學術選擇充滿

了自信，認爲這纔是盛世承平的正學雅音；但現實的情況卻是，

他的功名之路必須經過科舉之角鬥。然而此時的科舉風氣，從

主持試場的考官到試卷的内容到絶大部分的應試士子，又重新

充斥著程朱理學的認同者與追隨者的聲音。同情漢學者，如朱

筠、朱珪兄弟，謝墉，阮元，程恩澤，何紹基，吳鍾駿等能在朝堂與

地方上掌握科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３６〕。認同漢學的

李慈銘，也就注定是科舉場上的常敗之軍。對於科場之文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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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銘向來未有好話頭。他常以鄙視的口吻痛批此一朝廷功

令，認爲只會下喪其真而上受其弊。如言：

嘗慨近世既以至庸極陋之文取士，相沿成格，莫敢變

議，其不能得人亦夫！……宜若可以得人，而何以所舉者率

多鄙詭險污，偭名實而不顧？……下喪其真，而上受其弊，

此論世者所爲太息而不已也。〔３７〕

但我們卻不宜簡單地只把李慈銘對科舉的批評，看作是他個人

的失敗之怨。李慈銘的怨懟或許過於激烈，李慈銘的批評或許

過於苛刻，但他的出發點更多的是學術良窳關乎世運的憂慮，是

舉世滔滔斯文無與的寂寞，否則也不會説“此論世者所爲太息

而不已”了。在寫給馬新貽的信裏，李慈銘如此提到：

慈一生酷好，惟在文章。十載以來，稍研經史。深慨近

時人士漸不讀書，科名之外，無復事業。父兄以是爲教，子

弟以是爲學。五經本文，鮮能誦習。浮華相尚，剿襲爭能；

學術人心，末由自正。釀斯寇禍，非爲無因。〔３８〕

“科名之外，無復事業”，“學術人心，末由自正”，這是一灘無源

死水。原因無他，“士人漸不讀書，五經鮮能誦習”。他甚至把

招致太平天國之亂的原因，歸咎於經史之學的淪喪，使學術浮

華，人心偷薄而釀斯寇禍。所以我們當知，李慈銘在緬懷承平美

好時光的同時，所作出的“天下遂已至此”之歎，指的不只是戰

亂之後的殘破凋敝，更是人心日偷、學術日窳的末日景象。簡言

之，就是一種整體的文化淪喪。來看一段紀念好友陳德夫的

文字：

嗟乎！自國家以繩墨資格取天下士，士之魁桀岸異者，

概不得自見。率伈伈俔俔就裁抑，以冀一當。於是文章經

術、氣節德性，屏絶弗講，而惟剿襲摸擬，千喙一聲，挾庸惡

之講章，腐爛之程藝，以求所謂進士之一科，故人才益衰，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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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亂。亂亟求才，而才益不出，有司之守繩墨資格益甚。

以予生四十年，出而交天下士，蓋無論或遇或不遇，皆蒙然

張口，如坐雲霧，或習爲妄言，欺世取名，求其慨然有志于文

章經術、氣節德行者，無有也已。〔３９〕

按陳德夫可以説是李慈銘一生之摯友，兩人性情相投，遭際相

類，都是故家中落，以貲郎見棄於世，所以李慈銘在悼念亡友之

時，將緬懷盛世的心情，一轉而爲對現實的不滿，其批評也就愈

見激烈。他所批評的，既是官場文化，也是學術風氣。而在古老

帝國，學壇又往往爲官場預備之地，故學術不良，則官場風氣亦

窳之。回到筆者上節所言，李慈銘的乾嘉情懷，是帶有以學術改

變世運的企圖心在裏面，這是傳統讀書人無可救藥的理想性格

之顯現。與乾嘉前輩流露出的外道德於知識的論學傾向不同的

是，他結合經術文章與氣節德性加以論述，痛批現行的科舉制度

使魁桀岸異之士概不得自見，反之則剿襲摸擬之徒挾庸惡講章、

腐爛程藝，求所謂進士之一科。如此則人才衰而世道亂，亂亟而

求才，而繩墨益嚴，才益不出。他感慨自己來到京師首善之區，

所交天下士，不論得售與否，皆蒙然張口，如坐雲霧，或習爲妄

言，欺世盜名。至於求其有志於文章經術、氣節德行者，則渺不

可得。這些悚動言論背後，潛藏的是李氏的鋭利觀察。在他看

來，科舉制度對乾嘉經術文章有極大的排斥性，二者如方圓不相

入。但是，這樣的科舉制度，無法培養出真正的人才。原因很簡

單，此一制度使廣大的士子將一生絶大部分精力用在制藝爛墨

的剿襲摸擬以求一售，而不是用心於深研經史，砥礪氣節之上。

如此，又何能出現真正的人才？

而即使真有能超越八股的視野、將心力投注於經史考證之

學者，也不過是預流風會、弄潮逐浪之輩，不見得真能厚植學術

根柢與具有開闊的學術眼界。如言：

嘉慶以後之爲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遍觀也，於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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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雅》，講《説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於是講金石，

講目録，志已偷矣。道光以後，其風愈下。《爾雅》、《説文》

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録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

今日，則詆郭璞爲不學，許君爲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刊，

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爲足補經注矣；間購一缺折之

贋器，亦未嘗辨也，隨模刻畫，以爲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

趙何所説，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萊閣

金石文字》數册，而《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爲無足觀矣。目

録則晁、陳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及問也；但取錢遵王

《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爲不勝詰

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遊談廢務，奔競取

名，然已爲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同治壬

申十月初八）

一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王標以“失範”來概括李慈銘對道光以

降學術的批判，隱含的潛臺詞是對乾嘉學術的嚮往。這樣的觀

察很有意義，但個人以爲李慈銘所批判的，不僅只是學術場域的

“失範”，而是全面的文化淪喪，學術只是其根源問題而已。當

李慈銘對那些《爾雅》、《説文》不能讀，金石、目録不能考，卻能

抗衡公卿，傲睨人物，遊談廢務，奔競取名的“若而人者”，形容

爲已是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時，我們還怎能期待他對等而下

之的爛墨程藝追隨者，會有何種好言語？

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對自身所持學術的自信，以及對現行舉

才制度的極度不滿，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以一種衆人皆醉我獨

醒的決絶，站在主流的對立面，力圖挽救世道人心。於是嘻笑怒

駡，與世違異。所謂“入都門以後，乖迕時好，益自沮喪，遂反而

爲考訂章句之學”〔４０〕，就是這樣的心態驅使的。當然，乖迕時好

是有的，益自沮喪大概只是客套話，至少從字裏行間品不出這樣

的氣息。來看他的《復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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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息交絶遊，政畏見妄人，聞妄語。足下於僕，非總角

之好，無平生之歡，乃以絶不相涉之言，妄附於諍友之列，誠

僕所不解。頃復以長牘見責，詆僕爲妄，且恐僕不能句讀而

自句讀之，吾之妄人自有所歸也。足下少年得意，讀一二破

碎書，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譫百出。僕誠未聞道，亦不足稱

文人。然如足下者，恐須息心靜氣，從僕等遊十餘年，方可

啓齒牙也。僕老多病，無閑力氣與後生較是非，原書附還，

以後見絶可也。（光緒四年十月初九）

他以極辛辣的語氣回擊對方的指控，認爲對方不過讀一二破碎

書，就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譫百出。所以他輕蔑的告訴對方“恐

須息心靜氣，從僕等遊十餘年，方可啓齒牙”。最後來個原書附

還，以後見絶，戲謔之意，躍然紙上。最後還在《日記》裏附

記道：

妄人日記約十餘紙，記三四月之中經濟、學問、文章，其

疵謬百出，不勝言。此四條偶拈一二葉中，切舉其最荒唐無

理者告之，且戒以非所宜言。亦憐其小有才，冀教正之也。

而負氣不服，遂肆横逆，是余過矣。（同上）

這樣的文字當然是不莊重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爲李慈銘嘻

笑怒駡的文字背後，没有一顆嚴肅的心。先來看他初入都時，在

《日記》裏寫下對自己仕途的期許。他説：

以平日所學，得致身清要，侍從出入，掌制作，典詔命，

鼓吹潤色，正復不敢多讓。或待總輶軒之任，出書文枋，必

能興厲多士，爲國家振舉文治，與兩漢同風。即授白簡冠執

法，亦能奮不顧忌，侃侃論執，有裨大計，如古諫臣。下之，

俾以一小郡小邑自效，循良不擾，與民教養，以所學爲政，固

當爲俗吏先也。（咸豐九年十月廿五）

上列所述的爲官排序，表明的是李慈銘期待自身所學的致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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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者潤色鴻業，或者興厲多士，或者白冠執法，或者小邑自

效，都是期望以其學識，在不同層次的官場上，帶來轉移風氣之

效。再來看他的一段書信，在《上閻丹初尚書書》中，李氏道：

或以其少習詞章，喜爲語言，頗掇拾一二，謬相稱許；或

亦推獎其經史之學，目之爲考據家。然慈銘本心，頗欲整齊

物類，申明典章，以尊朝廷而清風俗。其次亦欲自效一隅，

以禮義廉耻振飭人心，使其日漸於教化，而稍興於禮樂。即

不然，亦冀爲天子諫官，守正蠲邪，裨助百一。〔４１〕

觀李氏之意，不論是因爲詞章可觀而謬相稱許，或者因爲經史之

學有獨到之處而被推崇爲考據專家，這都不是他所在意的。他

最在意的是世道人心的振救，希望以其經史詩文之學，發揮影響

力，廓清風俗。需要指出的是，李氏所欲廓清之風俗，並非庶民

淫祠迷信之節慶科儀，而是士大夫學植荒落的斯文墜地。李氏

所謂的整齊物類，申明典章，其用意在此。再來看一則書信：

比來京師，所見學士大夫，荒陋尤甚，益痛世運陵遲，斯

文墜地，愈不自揆，欲以區區一簣，障塞横流。〔４２〕

有人認爲李氏雖文名早著，然而屢困棘圍，宦途極不得意，這就

養成了他孤介的性情，每每對人盛氣駡之。推源溯始，也是一種

變態心理的發露〔４３〕。然而筆者以爲，這其實是一種知識不對等

心態下的救贖心理所演繹出的超我人格。在他看來，萃集京師

的一國精英，學識荒疏，令人生厭。這也讓他益加痛心世運陵

遲，斯文墜地，而思以一人之力，障塞横流，以拯救之。這樣的想

法，不斷出現在其文字之中。如在《復陳晝卿觀察書》裏，這樣

的態度就更爲清楚：

弟窮於世久矣，世亦無一人知我者。然自辛未再入都，

至今十餘年，雖貧悴冗散，衆謗群疑，而以一身屹立於波靡

之中，扶植名教，激揚廉耻，竊冀自附於大過獨立不懼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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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上爲朝廷裨助風化之百一，往往於義利之關，邪正之

辨，大聲疾呼。風雨如晦，誠知其愚。區區之心，不能

已也。〔４４〕

簡單來講，李慈銘想做的，就是學術上的清流人物。當時政壇清

流人物有南北、前後之分，以中法戰爭爲界，北清流活躍於前，南

清流崛起於後。潘祖蔭、李慈銘、陳寶琛、王懿榮、張之洞、張佩

綸、李鴻藻、寶廷、黄體芳等人，皆負一時人望〔４５〕。換言之，李慈

銘所欲爲者，就是作爲一個即使遠離權力核心，卻仍可以在輿論

上對政治風向與學術風氣乃至世道人心展現其影響力的無冕之

王。從這個角度來看，王式通對李慈銘的觀察，可謂深探李氏

之心：

先生説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於史學致力最深。平生

矜尚名節，務矯俗流，有裁制人倫、整齊物類之心，而道孤命

蹇，志未少伸，形諸簡觚，可知梗臬。〔４６〕

逆流式的人物，往往是悲劇之英雄。令人感歎的是，歷史的話語

權，往往不會落實在這一類人的手裏。晚清民初間對李慈銘的

許多形容裏，往往批評他對同時名流，極口漫駡，不留餘地；又説

他舞文無行，爲人輕險；能説出他略脱形骸，不拘細節，但大處磊

落慷慨的，已算是極高評價〔４７〕。但對於李慈銘内心之中，那種

出於對盛世文章的深深追念，轉而欲以學術挽救世道人心的理

想，能同情理解者，想必尚屬罕見吧。

三、 對許、鄭漢學的維護

李慈銘既以乾嘉學術爲其裁制人倫、整齊物類的依據。那

麽，他對乾嘉學術與人物的評論，大體來講，是維護多於批判，贊

揚遠超糾謬。即使對某人之經説考史有疑義處，也能平情討論，

少有挑剔之語。雖然李氏所持的乾嘉學術概念，在不同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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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會用許、鄭之學，或文字訓詁、漢學考據等不同語詞來代用，

但有一點相當明顯，即使是乾嘉第一流的學者，只要對鄭玄有不

滿的，都會被李慈銘批評一番。換言之，李慈銘心目中的乾嘉學

術，基本上可以與鄭氏學畫一等號，亦即是以鄭氏學爲其心目中

的乾嘉學術之共業。批評鄭玄，即是破壞他對乾嘉的完美想像。

正如王重民所言：“李慈銘治學，‘宗許、鄭之家法’。”〔４８〕不過李

慈銘尤爲推崇鄭玄注疏、訓詁、考據之學，並有“畢生高密學”之

願。他在日記、文集中有多處對鄭玄之學作了鞭辟入裏的闡發，

並曾不無遺憾的認爲世之能通鄭君之旨者甚少，所以他要列鄭

玄經注而爲辨明之。今觀李氏之言：

弟嘗謂鄭氏遍注六經數百萬言，既繁且博，自難並絶小

疵。又時習讖緯，朝廷所尊，狃於聞見，間一援引，以曉愚

蒙，不得爲過。著述既多，門徒益盛，復不免假託師説，雜耨

其間，故或先後不同，從違不一。後儒挾私尋釁，譬於江河

之大，求泥沙之微，固無有不得者。〔４９〕

李慈銘分三個層次來爲鄭玄開解，首先就是數百萬言的經説，既

繁且博，自難並絶小疵；其次是以讖緯解經，既有尊朝廷功令之

故，亦有藉讖緯以曉愚蒙之因；另外就是著述既多，門徒亦盛，間

有不肖假託師説，雜耨其間，造成先後不同，從違不一的情況出

現。但這些情形就像是江河之大，固有泥沙之微，後儒挾私尋

釁，自是無有不得者。所以不能藉些許小疵，就否定鄭玄注經

之功。

基於上述立場，李慈銘對批評鄭玄者，總是給予嚴厲回擊。

例如萬斯同在《群書辨疑》裏對鄭玄論禘祭而一人持數説，表達

了不滿，就招致李慈銘的痛批。其言云：

鄭氏之説《禮》，獨絶千古，禘禮大祭，尤所致詳。諸書

所釋各異，貫通之，則無不合也。至春夏四時之祭，周制本

無禘名，鄭曰“蓋夏、殷之祭名”者，疑詞也。萬氏論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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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備一説，而痛詆鄭君爲妄爲無稽，亦自陷於妄而已。夫以

朱子之奮臆自信，勇於立異，而説《禮》獨墨守康成，不敢輕

議，晚世小儒，一知半解，廝攻無忌，是經術之大患矣。〔５０〕

根據《周禮》，禘、祫皆爲殷祭，非春夏四時之祭。所謂殷祭，指

的是盛大的祭典。禘是五年一次合祭諸祖神主的大祭，祫則爲

三年一次的祖廟大祭。李慈銘對於萬氏説禘禮而不滿於康成

“蓋夏、殷之祭名”之説，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認爲康成所言，是

疑詞而非定見，萬氏何須必以康成爲非？他甚至擡出朱子説

《禮》獨能墨守康成，而批萬氏爲晚世小儒，其一知半解之見是

經術之大患，可見其護衛康成之心如何强烈。

另外，在《夫之諸祖父母報説》一文裏，李氏則痛批程瑶田

悖古滅倫無忌憚，其《喪服足徵記》實周孔之罪人，不止爲鄭學

之蟊賊〔５１〕。又在《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鄭注考》一

文中，李氏批評梁武帝分别“三慈”，以爲專以慈母爲傅母，而遺

諸母，是多乖經義。李氏自言間嘗反覆鄭君此注及《齊衰三年

章》注、《緦麻章》注，《禮記》《曾子問》、《内則》、《喪服小記》諸

注以求之，而知其脈絡貫通，條理精密。惟此注實有傳寫上下倒

易之處，且歎世之能通鄭君之旨者少也，故分列經注而爲辨明

之〔５２〕。另外，在《復徐壽翁書》裏，他批評郭嵩燾説：

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朋麟。……所著書浩博亡涯涘，

用意亦極精密，惟其書名何不曰《禮記補疏》或裨注之類，

而必曰《鄭注質疑》？竊恐世之能讀鄭注者，已無幾人，而

空腹高心、剽宋人之議論以詆漢儒者，轉得以爲口實，是反

爲郭公病矣。〔５３〕

言下之意，他倒不是認爲郭嵩燾的學問不够好，而是擔心世之能

讀鄭注者，已無幾人，郭氏卻又高舉質疑鄭學的大旗，這無疑會

給予那些空腹高心、剽宋人議論以詆漢儒者以口實，對郭氏本人

反而不好。但説穿了，如此議論還是出於一種維護鄭玄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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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與顧河之孝廉書》裏，他羅列乾嘉以來務反鄭玄者之名，

嚴加批判，以爲正是諸家喜與鄭爲難，導致持宋學者，借端排毁，

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澌滅殆盡。其云：

説經之家，昭代爲盛，乾嘉之際，碩儒輩興，間已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然至劉申甫、臧在東、陳碩甫諸先生出，拾遺

補闕，其學愈密，而尊奉西京，藉薄東漢，頗詆康成，以信其

説。故孫伯淵氏謂“近來學者好攻鄭氏，其患不細”。蓋孫

氏同時，若程易田氏、焦里堂氏，皆喜與鄭爲難，而段懋堂承

其師傳之説，亦有違言，卒之姚姬傳、陳碩士輩，借端排毁，

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澌滅殆盡。好高之過，其弊至此。〔５４〕

李氏指出，當時漢學内部，有兩股與鄭玄爲難的力量：其一是劉

逢禄、臧庸、陳奐等尊奉西京以薄東漢者；其二是程瑶田、焦循、

段玉裁等學風近於戴震者。他認爲正是漢學家内耗的緣故，使

宋學家能趁隙借端排毁，認爲經學之衰微乃至澌滅殆盡，皆是此

輩好高之過所導致。這樣的學術論斷，是否爲實際的學術史實，

大有討論之空間。但是對於與鄭玄爲難者，即使是大儒如段玉

裁、焦里堂之輩，也在其批判之列。由此而亦可知，他護持鄭玄

之心，究竟有多堅決。

當然，最能體現李慈銘護持鄭玄之心情的記載，是數十年不

曾間斷的《日記》。從《日記》中，常可見他對説經能闡明鄭氏

者，不吝給予褒奬，例如褚寅亮《儀禮管見》專明鄭注、務申古

誼，就得到李氏的稱許（光緒辛巳十月十五日）。又胡培翬《儀

禮正義》有補鄭、申鄭之例，李氏則稱其包羅古今，兼列異同，精

核綜博，一時絶學（同治己巳三月廿五）。但是對於務反康成

者，亦是給予嚴厲批評。如言：“比日讀顧惟康（廣譽）《學詩詳

説》，其書雖自稱不專漢宋，然實墨守《集傳》，攻擊鄭《箋》，於鄭

間有取而不敢直言其是，於朱亦有一二異者而不敢顯言其非。

蓋嘉興守張揚園、陸三魚之學者，惟恐以一語背朱，爲得罪聖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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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不出學究之見。”（光緒己卯六月初八）而對於自己家鄉前輩

如范家相、茹敦和、邵晉涵等人不信鄭氏，李氏亦深感遺憾。如

言：“閲范左南（家相）先生《詩瀋》。其中説《詩》，多有名言隽

旨，蓋出於鄉先輩季彭山先生《詩解頤》之派；其考據典禮，亦多

心得，而不甚信鄭君。吾越説經家法，皆如是也。”（光緒乙酉正

月廿一）〔５５〕

在《日記》中，隨處可見李氏對維護鄭玄之執著；而這種執

著，隨著年齡的老大，也就越見明顯。來看一段文字：

閲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其書臚舉鄭注，所載

古今異文，援據《説文》及古籍訓故，詮其通假，辨其正俗，

務明鄭君取捨之義，至爲謹嚴。《自序》謂墨守鄭學，鬯厥

指歸，良不誣也。（同治庚午五月初四）

這一段同治年間的日記，以嚴謹不誣稱許胡承珙能明鄭玄取捨

之義，但是到了光緒年間再重論胡氏此書，卻有了不同看法：

閲段氏《周禮漢讀考》。段氏此書義理精深，足爲鄭學

津逮，惜其《儀禮漢讀考》僅得一卷。胡墨莊作《儀禮古今

文疏證（義）》，雖意在補段，其考證亦甚精析，而於鄭君之

義猶多游移，蓋胡氏説經不主高密家法，觀其《毛詩後箋》

可知矣。（光緒丙戌十一月廿一）

按《毛詩後箋》宗旨在於申述毛義，胡培翬在《胡君别傳》中即

言：“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５６〕書中凡是認爲鄭

《箋》有失毛氏宗旨者，必從本篇、本經或他經反覆尋考，力求貫

通詩義，以證明毛氏詩旨。然李氏批評《毛詩後箋》云：“此書紬

繹經文，體玩自得，乃宋歐陽氏以後之法。唐以前家法皆重訓

詁，而不爲序外之説，所以可貴也。”（光緒壬午六月十五）顯然

不認同他以歐陽修爲式的説經方法〔５７〕。同樣的，胡氏考證《儀

禮》，雖亦甚精析，然於鄭君之義猶多游移，對此李慈銘深感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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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又如言：

閲金輔之《禮箋》，古義湛深，研究不盡。國朝狀元通

經學者，以輔之爲巨擘，次則姚文僖文田、畢總督沅、胡尚書

長齡、吳侍郎鍾駿、龍布政啓瑞及洪氏瑩而已。（光緒丙子

二月初一）

但是十年之後再讀金榜《禮説》，則有不同見解：

閲金氏《禮説》。誠齋（金榜）學過筠軒，而好出新意，

果於自用，於鄭君注説不能細心體會，輕加排斥，故所論著

多異先儒，按之全經，往往不合。（光緒丙戌九月廿三）

這種前後之間評價的巨大差異，在我看來，除了説明李氏的學術

見解日益精深之外，與他護持鄭學的心態日益迫切，想亦不無關

聯。究其實，仍是對所處學術環境不滿，所出現的反芻心理。這

一點，也可以從他對陳奐的批評來加以説明。李氏對近儒爲

《毛詩》學者，如汪龍莊、胡承珙、段玉裁等人，皆競申毛説，不主

鄭《箋》，感到極大的不滿（同治丁卯九月初四）。他將批評的重

點放在集《毛詩》學大成的陳奐身上。李氏言：

近來老儒，若江蘇陳奐碩父之經學，直隸苗夔仙鹿之小

學，及戈順卿 （戈載，字孟博，號順卿，道光間吳中七子之

首）之詞學，海内幾以魯靈光視之。……陳爲段懋堂弟子，

授受俱有淵源，所著有《毛詩傳疏》，乃捨鄭《箋》而别爲説

者，多取康成以前諸儒之説，徵引浩博，自逞雄辯，蓋段氏之

教如此也。凌次仲有言：“今爲漢學者多喜駁康成，殊不可

解。”汪容甫言：“吾最不喜今之爲古義者，偏信私決，惡莠

亂苗。”昨河之（顧瑞清）言：“陳氏《毛詩疏》中，凡宗廟社

稷、國學之地、衣裳之製，皆據古籍單辭，或古本一字之異，

盡翻前説，繁徵傳記，以實其言，至於不知所從，此真經學之

弊。”然其淵洽貫串，固近日學者中碩果僅存矣。京師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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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學及詩文家，直皆不識一字，不通一語耳。（咸豐庚申八

月十二）

個人以爲，上列所引諸多文字，它們最大的意義不在於李慈銘的

評論是否恰當，而是在於這些評論背後透顯出來的李氏對學術

倫理的維護。換言之，他對鄭玄的强爲守衛，其實是出於對一種

篤實學風的維護之情，而之所以有如此極端維護鄭玄的態度出

現，還是與他認爲同時代學者文人不學無術，大有關聯。這一

點，從他對陳奐的評論就可以看得出來。陳奐卒於同治二年，對

身處咸、同之間的李慈銘而言，真可謂乾嘉經學之魯靈光。但從

李慈銘引用顧千里後人對陳奐的批評來看，他批評的其實是一

種偏信私決，自逞雄辯，務反鄭箋卻又未見統緒的學風，而不是

以鄭玄爲圖騰的篤實家法。陳奐尚且如此，等而下之者又將如

何？所以文末他話鋒一轉：“京師諸稱古學及詩文家，直皆不識

一字，不通一語耳。”真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了。

換言之，他對乾嘉學術的維護，其實就是落實在對漢學家法

的維護上。這是一種對於所認同的學術傳統的一種維繫之心，

也是一種學術精神的張揚，而其目的不言而喻，即在於標榜一種

相應於所處時空類同博依又浮泛瑣碎的篤實學風，用以對治當

時文人學士之不學者。當然，他所認爲具有篤實學風的漢學家

法，就是乾嘉諸儒擅長的聲音詁訓之道、版本校勘之識，以及能

廣蒐文獻、參核異同的鑑識之力與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所以，

實事求是、考訂精核、具有根柢等字眼，就屢屢出現在他對學有

家法之人的評價裏。例如他評論鄒漢勛的《讀書偶識》説：“所

記皆經典考據之學，多引近儒戴東原、江子屏諸家説，主於名物

訓詁。……其於禮經名物，考訂頗詳，而尤深於小學。”（同治癸

亥十月十六）又評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説：“其書實事求是，鈎

貫邃密，而《説文》爲尤精。於近儒段、桂、錢、嚴之説，多有所補

正，卓然不刊者也。”（光緒丙子閏五月初七）又評倪思寬《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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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讀書記》説：“其書多考據經義，間及古人詩賦，雖未爲奥博，

而實事求是，亦漢學之有根柢者。”（光緒丙子四月初二）乃至評

道光間大儒陳澧之學，亦云：“閲《東塾讀書記》中《易經》一卷，

真實事求是者也。”（光緒壬午八月十三）又言：“閲《東塾讀書

記》訖。陳氏取材不多，不爲新異之論，而實事求是，切理饜心，

多示人以涵泳經文、尋繹義理之法，甚有功於世道。”（光緒丙戌

正月初五）這些記載一一顯示出李氏所認定的治學方向，不僅

只是乾嘉老輩的學術方法，更重要的是乾嘉老輩的學術精神。

再來看一則叙述：

閲江氏《尚書集注音疏》。自注自疏，古所罕見，江氏

蓋用其師惠定宇《周易述》家法。惠以荀、鄭、虞等《易》注

既亡，掇拾奇零，非有一家之學可據，故不得不爲變例。江

氏亦以馬、鄭之注，由於輯集，故用其師法。巨儒著述，皆有

本原，不得以井管拘墟，輕相訾議也。（同治辛未正月廿

三）

蓋惠棟以荀、鄭、虞等《易》注既亡，掇拾奇零，非有一家之學可

據，故不得不爲自注自疏之變例。而江氏亦援其師法，以馬、鄭

之注，由於書出輯集之故，亦自注自疏。李氏認爲，此例雖古所

罕見，但巨儒著述，皆有本原，不得以井管之見，輕相訾議。可見

他對惠氏、江氏輯集叢殘、掇拾奇零的一番傳經之苦功，給予充

分之肯定，而對其不得已所建立之治經變例，亦給予充分尊重。

事實上，兩位巨儒的學問凸顯出的，就是他們深厚的文獻考訂功

力。而對於乾嘉學者的這項成就，李慈銘總是不吝給予熱情贊

揚。如言：

古未有形聲、訓故之不明而能通經者，未有名物、象數

之不講而能知學者。夫朱子，理學之宗，而或推爲集經義之

大成者也，然其言曰：“一書不讀，即闕一書之義；一物不

知，即闕一物之理。”此不特訓故不可略，而詞章、術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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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釋、老亦在所不棄矣。且經之須訓詁，其事甚嘖，其功甚

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

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

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

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寧都羅臺山，爲宋儒之學者也，而

其言曰：“訓故不明，則文字根不真，支離杜撰，規矩蕩然。”

是誠見其本者矣。宋、明以來解《六經》、四子書者，往往有

文義不順，近於害理傳教。國朝諸儒深研古義，旁通形聲，

多所是正。讀《學海堂經解》一書，博觀而要取之，得失之

故，可以恍然矣。若夫詞章乃學人之遊藝，術數爲方技之專

門，皆非無益於國家者，不賢識小，君子何譏！必世人盡爲

程、朱，則辟雍之地，又何所容其俎豆歟？〔５８〕

這篇文章是他對沈起元主張理學而批評訓詁、詞章等學問的反

駁。所以文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舉朱子及羅澤南的言論，反過

來説明理學家亦强調形聲、訓詁等知識的重要性，並且贊許國朝

諸儒深研古義，旁通形聲，於宋、明以來解《六經》、四子書而文

義不順、害理傳教者，多所是正。並且强調要閲讀《學海堂經

解》，從中博觀約取，則得失之故自可明了。值得注意的是，他

對經須訓詁的重要性之强調。他説這事需要用心考辨，過程非

常辛苦，收效也很難短時間内即顯現，但爲何古人仍堅持此道，

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

即在於“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

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而這些

知識若無法掌握，古籍即無法順利通讀，宋、明人解經所以文義

不順，近於害理傳教，其故在此。

如此看法，亦難怪李氏對考訂古籍的學術意義特爲張揚。

如言：

乾嘉以來，諸儒專心考訂，周秦古籍，燦然具明，一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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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之陋。其最以校勘名者，盧抱經、顧澗薲兩家，蓋非六朝

以後人可及。它若惠松崖、江叔澐則堅守古文，微失之拘；

孫淵如、洪筠軒則愛搜僻書，微失之雜；王石渠、伯申父子則

喜爲通論，微失之專。然亦百純而一疵。戴東原之校經，邵

二雲、錢竹汀之校史，段懋堂、嚴鐵橋之校《説文》，尤專門

名家之學。……予嘗謂古書至於明季，滅裂幾盡，爲厄運之

極。故漸興於國朝，至乾嘉間而極盛，乃未五十年，而遘此

大亂，板籍毁者十九，此學人之不幸。而世之妄人，乃謂乾

嘉以來學術多歧，以致此亂，何其讎視古籍而無人心之甚

耶！（同治戊辰七月十八）

李慈銘在這裏對乾嘉以來諸大師在校勘方面的成就作了扼要短

評。他以盧文弨、顧千里兩人校勘成就最高，其餘如惠棟、江聲、

孫星衍、洪頤煊、王氏父子等，雖微有小失，然亦百純而一疵。至

於戴震之校經，邵晉涵、錢大昕之校史，段玉裁、嚴可鈞之校《説

文》，尤專門名家之學。經過諸位前輩先正之努力，纔一挽明季

書籍滅裂幾盡之厄運。他慨歎未經五十年，而遭此洪、楊大亂，

此乃學人之不幸，令人太息再三。卻有世之妄人，竟謂此亂乃乾

嘉以來學術多歧所致，故李氏憤然曰：“何其讎視古籍而無人心

之甚耶！”顯然對於將乾嘉學術方法與洪、楊之亂作出連結的説

法，心懷忿忿。所以在《致陳德甫書》裏，李慈銘就特别談到他

步武前賢，據案考訂的樂趣。其言云：

近維日治經史，遍考近儒撰述。蓋考證之學，國朝爲

最，國朝尤以乾嘉之間爲盛。能讀其書者，庶於經史無誤文

别字，謬詞枝説。士生其後，可謂千載一時之幸。故日盡一

寸書爲度，或據案别録，或仰屋樑思其疑義，頗亦有所論列。

此外，唯咄咄歎咤而已。以視兄之痛飲酒，熟讀《離騷》經

爲名士者，又有苦樂之間，孰得孰失，不必辨也。〔５９〕

李氏自言以乾嘉之法，據案别録，考訂古書。他自以此爲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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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此間之樂，不輸陳德甫《離騷》佐酒的名士風流。原因無

他，醉心考證之學，就像醉心於盛世文章之中，自有其樂無窮的

意味。再來看他對王昶《金石萃編》的評論：

比日卧閲《金石萃編》畢。……淹貫經籍，旁通訓詁，

其浩博終不可及。近來輕薄小兒，率意詆之，多見其不知量

而已。（同治甲戌五月初十）

比日多閲《金石萃編》，此書述庵極一生之力，又同時

若錢獻之、嚴久能、黄小松、張芑堂等，皆精研小學，碑版顓

門，助其蒐討，而錢氏竹汀、王氏西莊、武氏授堂等收藏金石

之書，先後已出，盡得取以參校，故蒐羅宏富，抉揥精深，實

爲此事之大觀。……要之，其書體大思精，所包甚廣，毫毛

之疵，不累全體。較之近時劉燕庭、許印林輩描摩點畫，自

夸精細，不過爲骨董清品、鑑賞專家者，奚啻宵壤？世人讀

書惡繁，重好新異，不論事實，妄肆遊談，頗有輕議是書者，

故備論之。（光緒戊寅十一月初三）

他認爲王昶的《金石萃編》淹貫經籍，旁通訓詁，體大思精，所包

甚廣，故浩博終不可及；而近來輕薄小兒，率意詆之，亦見其不知

量而已。在光緒年間重讀此書時，他更直接點名輕薄小兒就是

劉燕庭、許印林之輩，描摩點畫，自夸精細，不過爲骨董清品、鑑

賞專家，何足與於學術？此項評論很清楚的區隔了乾嘉與晚清

金石學之優劣，其議論是否客觀，尚可進一步討論，然其議論背

後所設定者，其實是對並時學術之不懌，從而凸顯出對前輩的推

崇以爲對照。

至於治學篤守家法者，李慈銘更是不吝給予肯定，如論邵瑛

《説文解字群經正字》，李氏《題跋》云：

瑶圃先生承其父梅林孝廉之學，又爲二雲學士從子，濡

染家風，精覃古訓。自登上第，官翰林二十年不遷，杜門著

述，告歸以後，復幾二十年，樸學彌劭。顧二雲氏名滿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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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生聲華闇漠，知者絶稀。此書二十八卷，爲先生一生精

力所萃，深研博綜，務求至當，不特非逞私決臆者所能望見，

即視近儒之專治許書，規規穿鑿者，亦不可同年而語。〔６０〕

這是對“聲華闇漠、知者絶稀”的邵瑛之學，給予極大的肯定。

李氏所肯定者，在於邵氏《説文》在方法上既能深研博綜，務求

至當；在態度上又不逞私決臆，規規穿鑿，可以説是乾嘉經生治

經的標準模式。

又其論李賡芸之學，則云：“鄭盦所刻書，以此種爲最善。

鄦齋著述，餘無所傳，片羽吉光，尤足寶貴。其書博綜經史，碻守

竹汀錢氏家法，多核實之言。”〔６１〕簡言之，嘉許其既能博綜約取，

又能碻守家法。又言：

閲《炳燭編》。鄦齋守其師錢竹汀家法，隨時考訂，皆

實事求是，不爲高遠驚俗之談。其書既未寫定，又中奪於仕

宦，未老横霣，故所著精密遠不逮其師，然有訂正《養新録》

及《金石跋尾》者數條，皆足爲詹事功臣。蓋吳門之學，自

惠、江、王、錢遞傳，皆以平實切近爲主。拾遺補闕，雖所就

有小大之殊，而爲功於古人，不誤於來學，其致一也。嘉定

小邑，經儒獨多，皆私淑錢氏之教。自常州莊氏説經，恃其

高識雄力，好爲荒渺之論，自托於西京微言，而不知實爲南

宋餘唾。數十年來，吳門頗爲所染，而嘉定獨不稍變，此亦

論學術者所當知也。（同治壬申六月廿六）

李賡芸是錢大昕的女婿兼學生。這一則記載需要注意的是，李

慈銘對吳門與嘉定之學的贊許，以爲皆以平實切近爲主。其學

術爲“拾遺補闕，雖所就有小大之殊，而爲功於古人，不誤於來

學，其致一也”。尤其稱許嘉定小邑，經儒獨多，以爲私淑錢氏

之教所致。又更進一步嘉許嘉定之學不爲常州莊氏所染，而批

評蘇州之學已變，蓋諷潘祖蔭喜爲《公羊》之學，潘氏《功順堂叢

書》所刻，即收有莊述祖《説文古籀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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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之末，有必要對李慈銘爲漢學導致世變所作之辯護，

以及對漢學家艱苦守節之贊歎加以介紹，作爲對其乾嘉情懷之

最佳注脚。按李氏對姚瑩《中復堂集》裏痛詆漢學與國變作關

聯的看法，有很尖鋭的駁斥：

其《覆黄又園書》，謂“自四庫開館之後，當朝大老，皆

以考博爲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

禮義廉恥爲何事，至於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

爭以悦媚夷人爲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毁訕宋儒之

過”云云，尤猖狂無理。道光中年以後，時事日亟，正坐無

讀書人耳。夷變時，當國者潘、穆二公，非能爲漢學者

也。……而御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敝，陳固漢

學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渾沌至此乎？（同治癸亥

十二月十六）

其意蓋謂國之巨變，不在無潛心理學之人，而在無讀書人如漢學

諸公耳。蓋漢學諸公，在李氏看來，是既有學問識見，又能見出

處之節。所以，當姚瑩稱許姚鼐中年告歸，孤立於世，與漢學家

竟逐名利之場異趣，以此强調服膺宋儒之學者比漢學家更有氣

節時，李慈銘亦提出針鋒相對的看法。他舉出大量的實例來證

明，漢學家更多的是恬然淡漠於仕進之途的：

又謂惜抱先生孤立於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異趨。夫

惜抱以郎中告歸不出，誠爲恬漠，然漢學諸賢中，若西莊以

閣學左遷光卿時，仕僅五稔，年力方盛，遽耳杜門。竹汀以

少詹，抱經以學士，皆清華首選，畢志名山。蘭皋官户部，十

餘年不轉一階，此豈皆出姬傳下者？他若顨軒之死孝，北江

之孤忠，皋文之梗直，虛谷之廉峻，鄦齋之循良，南江之清

介，以論風節，奚愧宋儒？而檠齋、左海，則脱屐詞林；芝田、

頤谷則投簪臺撫；小雅、孝臣，終身進士；里堂、辰叔，絶意公

車；懋堂、申琦（耆），宰縣而早歸；溉亭、仲子，注縣而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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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豈以許、鄭爲繫援，魚蟲爲釣弋者乎？（同上）

在李慈銘看來，這些乾嘉老輩，不論仕宦高低，其氣節皆不出姬

傳之下，而其孤忠梗直，廉峻循良，亦是無愧於宋儒。更不會藉

許、鄭訓詁章句之學釣弋攀援，以干當令者。按漆永祥曾引李氏

之言云：“清季李慈銘曾論曰：‘蓋漢儒之經學，爲利禄之路，其

從師傳業者，無異今之舉業。而國朝諸儒之學，則實與時背馳，

宜其愈上而愈困也。’乾嘉諸儒，雖治漢學，然與漢時學術與時

代皆不相同，諸人皆注全力於經史，則場屋文字不時作，比至考

場，自然生疏；又科舉時文，皆須爛熟《四書》朱注之類，而諸人

又不喜朱子，則其落選必矣。”〔６２〕指出諸儒正是在學問的歸趨上

與朝廷的功令背道而馳，而有愈上愈困之勢。同治初年，李慈銘

在閲讀《戴氏遺書》之後，有一深長感慨。他認爲從漢至明，儒

者的際遇都要比當朝爲佳。“若我朝諸儒之爲漢學也，則違迕

時好，見棄衆議，學校不以是爲講，科第不以是爲取。”自開國之

初，以至乾嘉之際，除了少數如阮元等人之外，多告病早歸，或布

衣終老，罕有得意之人能如理學諸公一般，躋身當道。李慈銘乃

歎曰：

嗚乎！由斯以觀，諸君子之抱殘守闕，齦齦素縑，不爲

利疚，不爲勢黜，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

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呶呶陸、王之異辭，津津

程、朱之棄唾者所可同年語哉！（同治癸亥正月廿四）

不止於此，他對自己所處環境有深刻的認識，基本上是宋學當

道，洛閩爲先。他知道堅持所學，則處境維艱，卻不爲所動，依舊

朝追隨乾嘉前輩之路邁進：

予質鈍健忘，又處窮阨，馬、鄭之學，棼無端緒，漢、唐之

訓，浩無津涯。少時所習科舉講章之業，尚於宋儒爲近；諸

家語録，其文淺俚，又便記誦。近日朝局，頗興宋學。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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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李公掌憲，以性理導冲人，以道學議密政；又新召山東

臬司吳公爲大理卿，皆服膺洛閩，踐履篤實。明詔諄諄，時

以格致誠正之旨教迪天下。以予之粗有文章，使承望風旨，

附會儒言，既非難事，且可以徼名公卿，覬幸登荐。而去冬

粤東舉人桂君文燦進所著書，專求漢詁，有詔訓厲以宜爲有

用之學，雖留其書而斥其人。前鑑既彰，迷途可復，乃猶質

衣買考索之書，傭食讀蟲魚之字，其亦顔尉之違三好，韓子

之致五窮者歟！（同上）

綜合以上所述，在李慈銘看來，乾嘉漢學諸老輩，不論在氣節上，

還是在學問上，皆足爲一代之典範，而痛惜於典範陵夷之後，舉

目所及，皆不學之士，導致人才既寡，國勢日蹙。行文至此，吾人

於李慈銘對乾嘉漢學的强爲守衛，當有一直觀之體認：從知識

層面上講，漢學諸公對學術客觀性的追求傾向，李慈銘並不排

斥，但這絶不是他高標乾嘉漢學的根本目的，更重要的，是漢學

在學術規範的展現與學者氣節的養成上，被李慈銘視爲是藥世

之良方，在給予無限贊歎的同時，也借之以爲批評之利器。被世

人目爲善駡好名的李慈銘，當他對洪亮吉的印象由戇直而樸忠

而抗激而孤忠之時〔６３〕，想必對乾嘉先正的精神人格以及所以養

成之術的漢學學風，當是低迴贊歎，而終身服膺了吧。

四、 對反漢學者的撻伐

雖然出於個人的特殊情懷，李慈銘對乾嘉老輩的盛世文章，

充滿了贊歎之意，每以不能身處乾嘉爲恨；對諸老篤守之漢學亦

深心服膺，並且勤於探索，身體力行。但這不表示他對漢學是全

盤接受而没有疑慮的，對於漢學内部的許多問題，李慈銘總能直

指其非，不稍假借。例如閲讀到孫星衍《孔子集語》時，就有感

而發，乃言：“蓋漢學諸家愛博之過，往往以多爲貴，不肯割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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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寧令人譏其雜，不可令人議其漏者，此其通病也。”（光緒己卯

六月廿四）表達了對漢學炫博繁瑣的不滿。又如言：“閲蔣光煦

《東湖叢記》。雜舉秘籍佚文，載其序跋，間及古碑，略如盧抱經

《群書拾補》、張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志》之例，而不分門類，多掇

纖屑，更出吳兔床、袁壽隑諸君之下，蓋近於收藏骨董家，非真知

學者也。”（光緒癸未正月十二）對於非真學問的假漢學，亦直言

駁斥。

同時，對於前輩在考訂上的瑕疵，李慈銘總不吝提出討論。

例如他非常欣賞貴州學者鄭珍的學問，曾給予極高的評價：“閲

《巢經巢經説》，鄭珍子尹所著。子尹之《説文逸字》，已爲近日

卓絶之學。今閲其《經説》，僅一卷，而貫串精密，尤多傑見。其

長在於善補經文注文，不爲唐以後《正義》所惑，有功於經學甚

巨。”（同治壬申九月初七）又言：“夜再閲《巢經巢經説》。中考

定《喪服》大功章鄭注二條，反覆詳繹，爲最其要略，以小字補書

於初七日日記眉端，至二更後，燭再盡而罷。鄭君此論，精貫經

文，深明禮志……經學最不易言，《儀禮》尤苦難讀。然遇此等

疑義，探索之餘，渙然冰釋，其樂自勝於看他書。今夕續燈，細籀

此文，如獲異寶，經義悦人，如是如是。”（同治壬申九月十二）對

於鄭珍如此推許，可以説是李氏數百萬言《日記》中，少有的好

評。但他也不是一味稱許鄭珍，於其經説有誤之處，亦是直言指

出，詳爲探討。如言：“閲《鄭學録》四卷，遵義鄭珍子尹著，所以

明康成之學及平生行事也。……其書嚴謹詳核，於司農家法，可

謂服膺弗失者矣。中於‘不爲父母群弟所容’一條，知引《史承

節碑》無‘不’字，而尚泥‘父數怒之’之語，言有‘不’字者爲實

録，則子尹僻居播州，未見近時阮文達、陳簡莊、錢警石諸家之

説，不知元刻《後漢書》本無‘不’也。”（同治壬申三月廿九）又

如對錢大昕之學，李慈銘除了不吝褒美之外，於其説經有失之

處，亦是直指其非。如言：“閲《錢竹汀文集》。潛研自爲近世集

部中一大家，不特《答問》十二卷，考據邃密，其各體文辭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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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又皆有資於經史掌故，凡所論辨，精確可依。”（同治甲子二

月廿五）又言：“閲錢竹汀集中題跋六卷。予每閲《鮚埼亭》、《潛

研堂》兩家題跋，深歎其學之無所不賅，令人茫然莫測其涯涘。”

（同治甲子三月十六）又言：“錢竹汀氏之學，浩博而精密，國朝

漢學諸儒中爲大家，然千慮一失，亦或不免。如武進劉申甫駁其

《春秋答問》，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不父也，故楚成王、蔡

景公皆不書葬，謂吳楚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

傳》經文皆同，不知錢氏所據何經？實失檢之甚者。”（光緒乙亥

四月初二）上述的評論無不表明，李慈銘的治學態度，就是樸學

家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前輩學問，除了欣賞贊歎之外，對説經有

誤之處，亦不曲爲避諱。

但是對於以負面態度批評漢學者，李慈銘亦不吝以最强烈

的語氣回擊之。李氏所批駁者不慮數十人，此處舉三人爲代表，

分别是翁方綱、姚鼐與章學誠。李慈銘筆下的翁方綱，是十足的

對漢學充滿敵意的反派形象。如云：

閲翁方綱《朱氏經義考補正》。竹垞之書，捃摭繁富，

誠不能無舛漏，補正之事，必不可少。惟覃溪實不知學，僅

一二訂其卷數錯誤之字，篇幅寥寥，而時闌入其詆訾近儒、

皮傅宋學之謬論。蓋覃溪初亦依傍漢儒，思以考據自見，既

而碩學輩出，其陋日形；又爲戴東原所譏，遂老羞成怒，逞臆

妄訾。於是駡朱竹垞、駡紀曉嵐、駡阮芸臺，及陳恭甫致書

直爭其失，而覃溪底藴全露，而覃溪亦老不可復爲矣。（同

治癸酉五月廿九）

描繪了翁氏詆訾近儒、皮傅宋學的形象。又言：

閲翁批《戴氏遺書》，惟《文集》及《毛鄭詩考正》、《詩

經補注》兩種，所批皆大字涂乙，盡言痛詆，其中未嘗記姓

名及圖章，而觀其所言與字迹，真覃溪也。覃溪金石之外，

絶不知學，凌仲子最爲受知高弟，而《校禮堂集》中，未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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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其説。閩人何支海（治運）亦其高足，而跋《經義考補

正》，縷舉其失，謂覃溪譜録之學，當推我朝第一，而説經非

其所長。陳恭甫《左海文集》中有《答覃溪書》，必詰其所訂

阮氏《説文校刊記》、段氏《周禮漢讀考》之謬。今觀此書所

評，或詆其文理不通，或詆其好造異説，蓋東原文辭簡質，多

非覃溪習於文從字順者所能解。而覃溪又並注疏未嘗細

讀，《爾雅》、《説文》之義，尤所不知，遂疑他人爲造作。（同

治癸亥正月廿四）

此處主要是揭露翁方綱於注疏未嘗細讀，於《爾雅》、《説文》之

義，尤所不知，卻盡言痛詆戴、段、阮諸人，反遭批駁的事實。

又言：

覃溪之學，長於簿録，其評書法，尤爲專家，考求印記，

辨别點畫，南宋姜、岳以來一家之學也。文亦頗有真意，議

論亦有佳者。惟於經學甚淺，而好詆訶，往往謬妄。又知並

世經儒輩出，力不能敵，遂遁而言宋學，以程、朱壓人，實於

宋學尤無所知也。（光緒己卯四月卅）

此處則是描述翁氏無力與漢學諸公競逐，遂擡出宋學以壓人的

窘態。又言：

閲《復初齋集》。覃溪於汪容甫、戴東原醜辭妄訐，於

惠定宇之《周易述》、張皋文氏之《儀禮圖》，亦深詆之，此由

未窺門徑，老羞變怒，不足深責。（光緒癸未八月廿四）

此處則是以翁氏深詆漢學諸公，乃是“未窺門徑，老羞變怒”之

故。按翁方綱實爲乾嘉第一流學者，經學、金石、詩文俱佳。他

遍讀群經，曾爲《書》、《禮》、《論語》、《孟子》諸經作《附記》，並

且爲《經義考》做補正。尤其精通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

記》，剖析毫芒，參以《説文》、《五經正義》，考證至精，學界推服。

所爲詩，頗具學人之詩的特徵，能將諸經注疏、史傳考訂、金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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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諸學，融貫冶於一爐。而且從正史所塑造的翁方綱形象來看，

他雖然不以戴震的聖人之道必藉訓詁明之的治學路徑爲然，但

至少應該是個袒護考據、精研訓詁的學者。例如《清史稿》就

説：“方綱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論語》曰

‘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時錢載

斥戴震爲破碎大道，方綱謂：‘詁訓名物，豈可目爲破碎？考訂

訓詁，然後能講義理也；然震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則

不盡然。’”〔６４〕但是李慈銘筆下的翁方綱，卻是醜態百出，既譏

其依傍漢儒，誤隨風會；又諷其經學甚淺，往往謬妄；又將他力不

能敵並世經儒，乃遁而言宋學，以程、朱壓人的複雜心態，鈎勒而

出。至於翁氏對同時乾嘉諸老的肆意詆醜，更是讓李慈銘憤憤

不平。究其原因，不難與他對漢學的强爲守衛心態聯繫起來，所

以就算翁方綱精於金石考訂，對漢學訓詁亦有平情之論，但李慈

銘還是從翁氏文章的字裏行間中，品出了他對乾嘉漢學的敵意，

遂招致李慈銘的批判。

翁方綱之外，李氏批駁最力者，尚有以姚鼐爲代表的桐城

派。例如在讀到姚範的《援鶉堂筆記》時，李慈銘作了如下的

評論：

《援鶉堂筆記》共二十卷，其體例蓋仿何氏《義門讀書

記》，即其手批群書中拾掇而成，曰援鶉者，取揚子《法言》

“援我手之鶉兮”語。注云：“鶉，和也。”鶉乃醇之借字。薑

塢之學，專心考訂，實事求是，確守何氏、惠氏家法。桐城自

望溪方氏鹵莽言經，流爲妄誕，薑塢起而救之，顧一傳而其

從子姬傳，以右文自命，所爲經説，憙立異論，頓非家學之

舊，群瞽和之，其弊遂肆。方東樹者，尤猖狂不學，爲無忌憚

之小人。薑塢曾孫石甫按察，惑於方説，遂并忘其祖。是書

後有重刻本，更定卷次，多載方語，迂謬庸瑣，大與本書相

違。此爲初刻本，雖多誤字，而未遭點污，誠可貴也。〔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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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李氏强調：桐城之學自方苞鹵莽言經之後，流爲妄誕一路；

而姚範以實事求是，確守何氏、惠氏家法的考訂之學，起而救之。

無奈一傳至其從子姚鼐，雖以右文自命，然所爲經説，好爲異論，

頓改家學舊觀。且姚鼐自出都之後，聚徒講學，弟子聲勢頗衆，

彌然以其言爲式，而其學之弊端遂擴散開來。其中尤以方東樹

最爲猖狂不學，李氏目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姚範之曾孫姚瑩惑

於方東樹之言，竟棄其家學範式。《援鶉堂筆記》重刻本多載方

東樹之語，李氏批之爲迂謬庸瑣，大與本書相違，而慶幸初刻本

未遭點污，實爲可貴。李氏在《日記》中，更是不乏對姚鼐及桐

城派的批判。如言：

閲《惜抱尺牘》。……惜抱經學甚淺，爲同時漢學諸儒

所輕，因循而尊宋儒，貶斥惠定宇、戴東原、朱石君諸君子；

至自夸其筆記中所論史學，謂足與錢辛楣相匹；且以與袁簡

齋素好，謂浙中可與竹垞、西河抗衡；則不識輕重之言矣。

又謂凌仲子文集一無足取，此涂軌迥别，其是非又不足論

也。（光緒丙戌六月十四）

李慈銘此處對姚鼐的批評，與其對翁方綱的批評頗爲類似，都是

經學甚淺，爲漢學諸家所輕，遂遁入宋儒門户，爲難漢學諸公。

至於自誇史識堪比錢大昕，等袁枚於朱彝尊、毛奇齡，謂凌廷堪

文集一無所取，皆足以表示姚氏不識學術之輕重，不足與其較論

是非也。再來看《日記》兩則：

蓋姚姬傳雖講求經術，然頗爲異論。以後桐城、宛陵及

江右、新城空疏妄謬之學派，實自姬傳開之，若方東樹、陳用

光、梅曾亮，尤其著也。（同治壬戌三月初一）

閲邵員外懿辰位西《遺文》一卷，又《禮經通論》一卷。

員外仁和人，以文學負重名。辛酉杭州陷，死焉。所著多散

失，遺文僅三十五篇，沿桐城之派，疏冗無法。其議論亦依

附戴祖啓、方東樹諸人，力攻漢學。至云千古師傳之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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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而亡；又屢言乾隆中俗學横流之弊，是不特妄詆名

儒，且顯背高廟昌明正學之盛心，近於猖狂而無忌憚。（同

治戊辰閏四月初三）

晚清民初倡議新文學諸公，有一響亮口號曰“桐城謬種，選學妖

孽”，主要是對有清一代文壇具有大分量的駢文、散文兩派，作

嘲諷式的攻擊。對清代經學與文學之關涉稍有理解者，當知文

章分駢、散主張的背後，還有一層漢學、宋學的立場爲支撑。觀

李氏上述二則《日記》所言，都是對傳姚鼐之學者空疏妄謬，好

詆名儒的批判。雖未直言此爲“桐城謬種”，然已見其意矣。

桐城之外，被李慈銘列入批判對象者尚有章學誠。在李氏

的日記與書信中，不乏對實齋的評論。雖有稱許之處，然總體言

之，更見否定之意。此處僅舉二例，以見其概。如言：

點閲閩人何治運《何氏學》一過，繫以跋云：吾鄉章實

齋譏近儒著述，多自稱某某學，謂誤用《漢書》某經有某氏

之學語而不通。案近儒經説之稱某某學者，乃用何邵公

《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例，明謙辭也，非用《漢書·儒林

傳》語。章氏疏於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並時江疆濤、

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

考。（同治癸酉七月初五）

此處是對章學誠疏於經學的批評。的確，經學著述而稱“某氏

學”者，其精神是襲取何休《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意，表示學

有師承之自謙也。今觀徐彦《公羊疏》引《博物誌》曰：“何休注

《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

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６６〕學者若依《漢

書·儒林傳》某經有某氏之學的體例自稱其學，如非井中窺天

之輩，亦屬狂妄自大之流。至於章氏好詆詈並時漢學諸公，尤與

汪中爲水火不相容，已是學術史常識，此處不贅叙。所當注意

的，是以下這則評論，觸及到的是章實齋治學方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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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

實齋於志學用力甚深，實爲專家。而自信太過，喜用我

法。嘗言作史作志，須别有宗旨，自開境界，此固可庸下針

砭，而其弊也，穿鑿滅裂，盡變古法，終墜於宋明腐儒師心自

用之學。蓋實齋識有餘而學不足，才又遠遜。故其長在别

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鹵莽，糠

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泛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

己自封，好爲立異，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而

不知已陷於學究雲霧之識。後之不學之士，耳食其言，以爲

高奇，遂云漢後無史，唐後無文。持空滑之談，以蓋百家；憑

目睫之論，以狹千古。自名絶學，一無所知，豈不大愚而可

哀哉 ！（同治己巳三月十二）

蓋朱、陸爭鋒，象山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之

語，表明了朱、陸學問風格之差異。擬諸實齋與漢學諸公，在治

學上，亦有先立宗旨與文獻爲先之異途。在實齋看來，别有宗

旨，自開境界，較之爬梳異文，餖飣古字，更能近道；在李慈銘看

來，此舉卻是墜於宋明腐儒的師心自用之學。李氏雖許實齋有

别體裁，核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之才，卻又批其讀書鹵莽，

糠秕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乃泛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

己自封，好爲立異。所謂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

者，略如八股行文之破題見意，故李氏批評其不知已陷於學究雲

霧之識。當然，李慈銘出於本位立場，擔心後世不學之士耳食其

言，造成學術不良的影響，所表達的憂慮，於今觀之，大可不必。

正如漢宋異途，同爲求道之門徑；實齋以文史之學亦能近道，不

必如戴震依典章名物以得聖人之道，同爲治學之兩橛，不必强分

其軒輊〔６７〕。

李慈銘對反漢學者之批判，已略如上述。但是在李慈銘内

心之中，卻是對於漢學在傳衍過程中所産生的流弊，最感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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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對學術墮落的無奈之情，如萬里黄河，挾泥沙俱下，不

可遏止，乃至橘逾淮而爲枳，在漢學内部産生了變種與支流。而

這種變異又反客爲主，使學術之正統黯然失色，而遭到反漢學者

藉以爲攻擊之口實。這樣的深沉憂慮，經常在日記或書信中出

現。如言：

乾嘉以後，爲漢學者，固多流蔽，無論阮氏詁經精舍及

學海堂中諸子，不免依附剽竊；即如常州之臧氏鏞堂、莊氏

述祖，徽州之程氏瑶田、汪氏嬰萊、俞氏正燮，雖塗徑各别，

皆博而失之瑣，密而失之晦也，亦非吾之所取也。毛氏之

《易》、劉氏之《公羊》，所謂道其所道者也，尤吾所不知也。

而毛氏説雖創，要亦自博考深思而得，終異於嚮壁虛造者；

劉氏又不過漢儒家法之偏，此吾前所云爲漢學者，其蔽亦非

力學不能至也。（同治癸亥正月二十四）

這則短文揭露出四個不同層次的漢學流弊，有必要稍做説明。

首先是有依附剽竊的情況，如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中諸子的課藝

之作；其次是博而失於瑣、密而失於晦之病，簡單來講，就是好奇

炫博，愛掉書袋，卻雜蕪而不易索解；其三是自道所道，不由舊

轍，最爲李氏所不能接受。這種自道所道又分成兩種情況：像

毛奇齡雖不守漢儒塗軌，自創其説，卻也是博考深思而得，而非

出於嚮壁虛造〔６８〕。但是他批評劉逢禄爲漢儒家法之偏，最堪玩

味。原因無他，劉氏入室操矛，援漢學家法治經，卻反爲漢學之

害。他所謂的“爲漢學者，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至”，指的就是這

種情況，而這也是李慈銘最爲憂心與無法接受的地方。再來看

一則書信：

莊珍藝有言：“漢學之存於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

同，要當珍若拱璧。”弟常心佩，以爲名言。至如孫氏之注

《書》，酷信緯學；劉氏之説《春秋》，尊之《公羊》，力申黜

周、王魯、三統之義，謂夫子借以行天子之事。莊氏謂《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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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正》即《連山易》，改其名爲《夏時明堂陰陽經》，此皆意過

其通，驚世駭俗，反爲宋學助之攻矣。〔６９〕

從學術流變的角度來看李慈銘的觀察，可謂有見。許多學術史

著作，每每從晚清今文學的角度來論述劉逢禄的《公羊》之學。

其實，孫星衍的《尚書》學、莊述祖的《夏小正》之學，以及劉逢禄

的《公羊》學，都是漢學大潮的産物〔７０〕。他們的治學特色，也確

實是將僅存的漢學文獻，做精密的蒐集與重組，然後加以引申。

問題是，這種帶有先驗藍圖的治學方式，想像多於謹慎的思考，

經學的理想性蓋過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其實與謹守許、鄭矩矱

的乾嘉經師之治學理念背道而馳，他們的驚世駭俗之見，反倒成

爲宋學之人攻擊的口實。李氏乃言：

予嘗謂本朝經學極盛，而如孫淵如之酷信讖緯，主以説

《詩》、《書》；劉逢禄之言《春秋》，力主黜周據魯以《春秋》

當新王之説，謂夫子借此以行天子之事，損文用忠，變文爲

質，爲通三統；及莊氏之以《夏小正》爲《連山易》，皆意過其

通，不免於驚世駭俗。其後姚姬傳倡言宋學，異論一出，方

植之、陳碩士之輩起而和之，至詆諸儒爲異端，雖瞽談狂吠，

迅就消滅，而乘間抵細，因緣爲難，亦諸先生授之以口實也。

（咸豐辛酉六月十七）

我們要注意到的是，李慈銘對孫星衍、劉逢禄、莊述祖的批判，是

置於漢學語境下進行的，而不是别出漢學之外。所以他提到宋

學者的乘間抵隙，因緣爲難就更具有筆者上述所言，漢學内部别

子爲宗，入室操矛之害。尤需注意的是，李慈銘有將漢學流弊之

責集中在常州之學的傾向。如果我們再加上這一條：“漢學之

遭妄人掊擊者，實常州之臧氏、莊氏詒之口實耳。”（同治辛未九

月廿）就更能清楚李慈銘對常州之學的痛惡之情，其來有自，正

由於常州諸子能以漢學方法，道其所道，使得乾嘉漢學諸公樸實

無華之學術精神，蒙上陰影。融漢學主張與《公羊》之學的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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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尤其最爲李氏不喜。來看這一則論述：

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考訂之密，無以復加。

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窮年莫殫，又自知必不

能過之，乃創爲西漢之説，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

幽眇，恣臆妄言，攻擊康成，土沮冲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

爲章句飣餖，名物繁碎，敝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夷之禍、

粤寇之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寐

語醉夢，欺誆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

繁露》、《尚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爲此七十

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蒐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

易注》、《今文尚書説》、《三家詩考》，攘而秘之，以爲此微言

大義之所在也。又本武進莊存與之説，力尊《公羊》，扶翼

《解詁》，卑《穀梁》爲輿皂，比《左氏》於盜賊。蓋幾非聖無

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

種，較之爲宋學者尚須守五子之語録，辨朱、陸之異同，用力

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光緒

七年四月初二）

李慈銘的批判，雖然是出以負面之言，但以一個長期研究常州學

術之人的理解來看，卻不可謂所言不到位。需知即使高標西漢

之説以對治東漢許、鄭之言，都只是漢學大潮内部學術語境之轉

換。更不用提即使曾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飣餖，名物繁

碎，乃是敝精神於無用，常州諸子同樣精於考據訓詁之法，否則

又何能摭拾《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尚書大傳》

的叢殘之説以爲己用？又如何能援據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

注》、《今文尚書説》、《三家詩考》以助其説？其實最令李慈銘無

法接受的是，以漢學考據之法嫁接《公羊》微言大義之説，讓漢

學跳脱章句訓詁的層次，使其方法有了宗旨與靈魂。這種運用

殘缺不全，卻號稱保有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的西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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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演繹聖王微言大義的學風，在執守乾嘉矩矱的李慈銘看來，

就是非聖無法，病狂喪心，招致他嚴厲的批評，也就理所當然了。

再來看幾則文獻。在評論劉逢禄、戴望持《公羊》以論學之

作時，李氏每每做出苛刻的評論。這些評論背後隱藏的，都是李

慈銘感慨後起的常州之學，以朱爲紫，使乾嘉諸老輩建立起的篤

實學風，一轉而爲高蹈空虛之言。所以心懷憤憤，出語如刀。

如言：

閲《劉申受集》。其《論語述何》篇，誤據《北堂書鈔》

以“女爲君子儒”章何晏注爲何休注，遂妄斷邵公有《論語

注》，其謬既不待言；而以此注“君子儒以明道，小人儒則矜

其名”二語，謂漢儒惟董江都及邵公能道之，馬、鄭諸儒皆

所不知，真是夢語風譫，大惑不解。申受知讀舊鈔本《北堂

書鈔》，而不知讀注疏，自來郢書燕説，無如是之可笑者。

流毒潰疽，遂有如今日之戴附生，竊其糞穢，以成夢書，急當

以大黄峻藥，痛下其疾，令出狂汗者也。（同治壬申六月

十三）

閲戴望《論語注》。本劉申甫（逢禄）《論語述何》之

旨，以《公羊》義例，詮發聖言。謂黜夏存周，以《春秋》當新

王，而微言在《論語》，其立意已甚謬。注中傅會牽率迂妄

可笑之事，不勝僂指。……望既不識字，妄以《公羊》家最

謬之説，强誣古人，此東漢徐防所謂妄生穿鑿、輕侮道術者

也。（同治壬申五月十六）

閲《論語正義》。……“殷因於夏禮”節，取戴望附會

《公羊》之説。“加我數年”二句，取戴望説。……謂安得數

年之暇，用五用十以學《易》，皆曲説支離而謬取之，尤近於

侮聖言。（光緒己卯閏三月廿六）

叙述至此，吾人對李慈銘的乾嘉情懷，當有一直觀之認識。對李

氏而言，盛世乾嘉的經術文章，是他的精神寄託。他既深憾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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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好時代已無法追及，又痛恨使此一淳樸美善之學風一去不

返的反漢學言論。所以在强爲守衛的同時，也就對這些自外於

漢學陣營的學術派别，給予尖鋭的反擊。但是他最在意，可以説

是耿耿於懷的，就是常州諸子以漢學手段，强解經典的浮誇學

風，在《日記》中，有大量的篇幅，對常州之學出以最苛刻的批判

與嘲諷。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李氏對其他反漢學陣營的學者，

如翁方綱、姚鼐之輩，能漸以平和心態，討論其人其學。惟獨對

常州之學的批判，隨著年齡老大而越見辛辣。這樣的心情，若不

能將其眼見盛世時光消逝卻無能爲力的心情帶進來思考的話，

我們就很難理解爲何他會以極盡難看的字眼，批判他認爲導致

漢學衰敗的學術流派了。這是當我們要對李慈銘的學術評論進

行深入理解之前，必須掌握的認識前提。

五、 結　 　 論

有學者認爲，乾嘉學者把自己當作一個知識人與學問人，而

非人倫道德秩序的維護者與解釋者。他們能够擺脱傳統以一元

論的態度看待學問的方式，與倫理劃清界限，讓學問獨立，不再

强調學問的功利性，所以乾嘉學術是事實研究而非規範研究。

這種把價值判斷摒棄出學術範圍，是一種看似小心翼翼，實則大

膽之極的舉動，顯示出乾嘉學術與傳統學術的巨大分野〔７１〕。進

而認爲李慈銘的學術觀對去道德化根本未嘗領會，説他不僅未

曾經受西學的洗禮，連乾嘉學派的精髓都没有了解〔７２〕。這樣的

觀察有是有非，尚待進一步釐清。

其實，從方法學層次上來講，亦即在操作上，乾嘉學術相對

於傳統學術而言，確實有事實研究的特徵，但乾嘉學術實事求是

這一精神背後，又何嘗不是欲以新的規範替代舊的規範？而新

舊規範之間的批評與替代的動作，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化行爲。

這種意識，始終潛藏在傳統學術内部，每在潮流更替之際，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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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來。換言之，不論在價值立場上的批判宋學欲以漢學代

之，或在方法學場域上的鼓吹訓詁以取代空衍經説，乾嘉學者的

學術訴求，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化的舉動。而這種轉移學術風氣

的企圖，即筆者所言的經學政治觀。

需要説明的是，從方法學層次來看，李慈銘對乾嘉學術的接

受，其實並没有學者所批評的未曾領會去道德化這一問題。也

就是説，去規範化、强調事實研究等一般所謂的乾嘉學術方法之

精髓，李慈銘並非未嘗領會，這一點，只要將其《日記》瀏覽一

番，就能得到直觀的認識。只是李慈銘對乾嘉學術的接受，除了

方法與技術層次之外，還有道德與價值層次，並且二者之間被看

重的程度並不相同。換言之，李慈銘對乾嘉學術最根本的訴求，

更傾向在道德化這一層次上。當然，若是將李慈銘與乾嘉諸老

輩的道德化訴求相比較，大概可以看出乾嘉諸老輩是期待在潤

物無聲之間，能達到轉移風氣的效果；而李慈銘則是直接做出强

烈的宣示，將乾嘉學術作爲批判現實的工具。所以我們纔會在

《日記》中不斷地看到，除了站在方法學立場評論乾嘉學術優劣

之外，更多的是他把乾嘉學術當作一種盛世的典型，而文字之

中，既有典型不再之悵惘，也有想要重拾墜緒，以爲針砭時令之

用意。這樣的情懷，既非純學術的，也不够客觀，卻不是没有意

義。如稍前筆者所論，將學術與政治乃至對道的追求或世風人

心的維護作緊密的聯繫，是傳統關懷現實的讀書人慣有的思維。

也惟有將李慈銘的學術關懷代入此一思維之中，李慈銘學術批

評的脈絡纔會顯現，也纔能領略到他的許多看似過激的言論，其

背後都有一種價值理想與學術關懷作爲支撑，而不僅只是作客

觀的學術評論而已。

（作者：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５５１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　



注釋：

〔１ 〕　 例如董叢林以徘徊角鬥場來形容李慈銘的參與科舉、官場浮沉，又以徘徊遊

戲場來形容李慈銘的流連風月與文墨生涯，可謂虐而又謔。不能説所述非

李慈銘之面目，卻也無視李慈銘學術評論當中，所帶有的理想性。另外，王

標以《越縵堂日記》爲基本材料，通過李慈銘的讀書生活史，考察一個清季知

識分子在知識失範的時代，如何通過讀書來進行文化實踐，以冀重建知識的

規範。認爲從李慈銘的讀書生活中，反映了一種秩序化的要求：由書籍的秩

序來改變社會的秩序，由精神構造來改變社會構造。所論可謂有見，可惜限

於篇幅，未能深入探討。（董叢林：《論晚清文士李慈銘》，《近代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５ 期，頁 １６—４０；王標：《作爲文化實踐的讀書———以李慈銘〈越縵

堂日記〉爲中心》，《杭州師範學院學報》，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頁 １４—２１。）

〔２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２ 年），頁 ２９１。按：

錢穆批評朱一新、李慈銘、譚獻等兩浙學人爲：“抨彈之高，過於建樹；泛濫之

廣，勝其持守。徘徊漢宋，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舊轍已迷，新軫尚

遠，終於爲一過渡之學者。”這樣的評論，似乎過於形式主義，仍不離章學誠

撰述記著的窠臼。若著作必依章實齋、錢穆之標準，則《日知録》、《十駕齋養

新録》、《談藝録》之類，或當不得第一流了。更何況李慈銘等人，論學自有關

懷之處，不能因爲不成系統，而否定其價值。

〔３ 〕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頁 ７７。

〔４ 〕　 例如，有學者批評李慈銘對新學、西學全無反應，以爲不可思議。説他生當

變風、變雅的時代，而仍倒回去作正風、正雅的文章，説這是他詩文不達巔峰

之因。李氏的詩學成就，是否因爲如此而不達巔峰，尚待討論，然如此批評，

預設的卻是傳統學者必須要向前看、向現代化轉進，不如此即爲落後的假命

題。張寅彭、周容編校：《越縵堂日記説詩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前言，頁 ４０。

〔５ 〕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説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頁 １２５。

〔６ 〕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出

版社，１９８５ 年），册 ２２０，頁 ４９１—４９２。

〔７ 〕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 年），頁 ３５６—３５７。

〔８ 〕　 按：繆荃孫之言，引自鄧雲鄉：《宣南秉燭談·父子翰林》（石家莊：河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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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頁 １０５。

〔９ 〕　 例如託名楊樹達所撰之《葉郋園先生之經學》裏，有評王闓運之文字。其言

曰：“湘綺師乃六朝文士，不足當經學大師。”（《文字同盟》第 １４ 號，頁 １８９）

又例如陳三在《談越縵老人》一文中亦提出强烈質疑，他説：“至《清史稿》之

爲老人與湘綺作傳，則置老人於《文苑》，而把湘綺列之《儒林》，其彼此間的

分道揚鑣，殆由於老人説經的著作不及湘綺的豐富而然。我們如果據此以

論定老人與湘綺學術地位的高下，這就恐怕要‘見仁見智，因人而殊’了。”又

查時傑在《從越縵堂日記看晚清的清議》中亦言：“從《日記》中可知，（李氏）

平日勤於讀書，偶因患病而身體不適，或因窘迫而生計維艱，依然讀書如故，

是真將治學讀書變成興趣嗜好，日日浸淫其中而得其樂。終其一生，其治學

讀書，研經治史的興趣，始終不減。慈銘之有日後學術上之成就名聲，非浪

得虛名者可比。”收入朱傳譽主編：《李慈銘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頁 ７、頁 １８。

〔１０〕　 紀果庵：《孽海花人物談》，收入曾樸著：《孽海花》（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６２

年），附録，頁 １８。按：曾樸在《孽海花》裏所創造的人物李治民，號純客，即

影射其師李慈銘，李字愛伯，號蓴客。

〔１１〕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７ 年），卷 ４８６，總

頁 １３４４１。

〔１２〕　 金梁編：《越縵堂日記索引》（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出版説

明”，頁 １。

〔１３〕　 〔清〕李慈銘撰、李文糾輯：《越縵堂詹詹録》（紹興：紹興印刷局，１９３３ 年），

卷末，頁 ６５。

〔１４〕　 王存訓：《徵刊〈越縵堂日記〉啓》，收入《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

２００４ 年），頁 １。

〔１５〕　 蔡冠洛輯：《乾隆紹興府志校記》，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

瑒瑠》（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卷首，頁 １。

〔１６〕　 楊樹達：《李越縵先生諸史劄記序》，收入《越縵堂讀史劄記全編》（北京：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頁 ５。

〔１７〕　 同注〔１６〕。

〔１８〕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收入《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

社，１９９３ 年），頁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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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宋〕余靖：《孫工部詩集序》，《武溪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真本叢刊·

集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８５ 册，總頁 ６３。

〔２０〕　 〔清〕張之洞：《勸學篇序》，《勸學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

頁 １。

〔２１〕　 按：即使從駡人的話裏，也可以看出乾嘉時代在李慈銘心中的分量。如言：

“孝達（張之洞）謂趙之謙之荒謬狂鄙，本不值一駡，然其不學無行之詭狀，三

尺童子可立發其覆，而士大夫乃爲所紿，良由實學不明，世無正論。使生乾

嘉之代，太陽徧照，妖魅自清，何煩我輩齒頰哉？予甚韙其言。”（同治辛未五

月初一）張之洞認爲以趙之謙的荒謬狂鄙，士大夫竟爲所紿，是因實學不明，

世無正論之故，因此而懷念起乾嘉時代的學術氛圍來。顯然地，這應是李慈

銘借張之洞之口的夫子自道吧！但由此益可知對乾嘉時代風俗純美、學術

雅正的追慕，體現的其實是李氏心中整體的文化情懷。

〔２２〕　 李慈銘：《王杏泉墓誌銘》，《越縵堂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頁 ９６６。

〔２３〕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

頁 ５９４。

〔２４〕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頁 ７６。

〔２５〕　 李慈銘：《復桂浩亭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３７。又李慈銘晚年回憶時仍

言：“二十五歲以後，更喜治經爲漢學。”（光緒庚寅正月十九）。

〔２６〕　 按李氏言：“見學使告士子文，勸讀經史及王深寧《困學紀聞》、顧寧人《日知

録》、錢辛楣《養新録》、王伯申《經義述聞》諸書。此輩以數十篇庸爛墨卷，

博取科第，乃尚知以古學勉人，亦使老死帖括人知世間尚有絶學也。學使固

不知文，此舉差强人意。”（咸豐甲寅三月初七）對於日後擔任嶽麓書院山長、

門下弟子數千人的周玉麒，李氏在鄙薄之中，尚存有幾分肯定之意者，在於

周氏尚知以古學勉人。但是對這類以八股程藝博取科第的讀書人，青年時

代的李慈銘，即已自覺的劃出界限，嘗試走出自己的爲學之路。

〔２７〕　 按：院試爲生員（秀才）資格考之第三級考試，由學政主持。參與院試之前，

需通過縣試、府試兩級預備考試，纔能參與院試考試，通過院試考試，纔有生

員資格。科試則爲學政考核生員的考試之一，另一種爲歲試。歲試爲每年

舉行，科試則逢鄉舉之年（子、卯、午、酉）舉行。

〔２８〕　 按：吳鍾駿在道光二年（１８２２）中試壬午科舉人，又爲壬辰科恩科状元。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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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在浙江視學時，曾對應試生童提出爲學之方六條︰“治經商

漢學；學者就傅必先討論諸儒説經書；形聲、訓詁爲窮經之根柢；馬《記》、班

《書》爲經傳之羽翼；推之選詞試帖，楷法點畫勿效習尚；勿間俗本。”認爲只

有這樣，才能“經術明，儒業淳，學術正，人才蔚”。

〔２９〕　 按：李氏參加院試考試在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記》補記在咸豐四年三月

十四。

〔３０〕　 宋訓倫：《李慈銘及其日記（上）》，收入朱傳譽主編：《李慈銘傳記資料》，

頁 １４。

〔３１〕　 陳淑惠：《李慈銘及其文學批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１９９６ 年

碩士論文），頁 ２８。

〔３２〕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庚申十月初九。

〔３３〕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庚申正月十三。按：張舜徽因此諷刺他經學荒

蕪，説他“年三十二，始得段注《説文》，他可知矣”。這樣的評論並不公平，因

爲李慈銘時期的紹興，已不復有乾嘉時期的濃厚學術氛圍，士子求學，又回

到科舉老路。李氏能在二十四五歲時遍讀《學海堂經解》，已是不易。更何

況他入都以前一樣没有看過《十駕齋養新録》，卻無妨於他對史書的閲讀愛

好。盧敦基從李氏早期《日記》中歸納出其入都前所讀學術書，即以史部爲

主；若以内容言，則以名物考訂爲主。除了正史之外，單以明清易代之際爲

例，便讀過《東林本末》、《平蜀紀事》、《榆林城守紀略》、《揚州十日記》等。

張舜徽卻諷其早年究心乙部，亦特常窺錢、王、趙三家札記以資口給，顯然與

事實有出入。而且，入都前的李慈銘，已流露出重漢輕宋的趨向。李慈銘向

往的是遍蒐衆説，客觀論斷。可見清代漢學的考證之風對於而立之年的李

慈銘已有深刻影響了。盧敦基：《李慈銘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２０１０ 年，頁 ７０—７２。

〔３４〕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己未十二月廿四。

〔３５〕　 盧敦基：《李慈銘研究》，頁 ７４。

〔３６〕　 正如狩野直喜所言：“學政考試的内容不外乎‘經義’，也就是解釋《四書》

《五經》之類。答題文章本身相當重要，因爲成績的好壞，得根據考生所作文

章與詩賦的優劣來判定。但是文章與詩賦的優劣正誤，並不像數理化那樣

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它只能由擔任考官的學政，根據他個人的鑑識趣味來判

斷。倘若不合學政的口味，考生的文章無論多麽出色、詩賦多麽優秀，也是

９５１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　



白搭，照樣不予録取。因此，對於考生來説，搞清楚新任學政的學問門派（如

漢學、宋學、金石學、文字學等），及其對詩文的個人愛好，是很重要的一環。

習慣上常把學政的工作稱作‘掌文衡’，或稱‘掌文柄’。事實正是如此，學政

的學問文章，確實直接影響到所在地區的整個風氣。”這種情況，不只是學政

主持的院試、歲試、科試如此，鄉、會試亦有類似情形。問題是，遵守程朱理

學的掌文衡者，總是占絶大多數。所以，以古學爲治學標的的士子，在科舉

上常居劣勢，也是理所當然。這一點，李慈銘在《日記》中多次提到，並深致

其憾。狩野直喜：《清朝的科舉制度》，收入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譯：《中國學

文藪》（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１ 年），頁 ３３０。

〔３７〕　 李慈銘：《訓導連君傳》，《越縵堂詩文集》，頁 ９３７。

〔３８〕　 李慈銘：《與馬穀山中丞箋》，《越縵堂詩文集》，頁 １１５０。

〔３９〕　 李慈銘：《陳德夫墓誌銘》，《越縵堂詩文集》，頁 ９５９。

〔４０〕　 李慈銘：《致敖金甫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４３。

〔４１〕　 李慈銘：《上閻丹初尚書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３３。

〔４２〕　 李慈銘：《與顧河之孝廉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１９。

〔４３〕　 南冠：《談李慈銘》，《李慈銘傳記資料》，頁 １。

〔４４〕　 李慈銘：《復陳晝卿觀察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２７。

〔４５〕　 相關討論，可參馮天瑜、何曉明著：《張之洞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頁 ３８—５２。

〔４６〕　 王式通：《越縵堂文集跋》，《越縵堂詩文集》，頁 １５５３。

〔４７〕　 其詳可參考朱傳譽主編《李慈銘傳記資料》的衆家評論。

〔４８〕　 王重民：《李越縵先生著述考》，《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 ６ 卷第 ５ 期，

頁 １。

〔４９〕　 李慈銘：《與顧河之孝廉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２０。

〔５０〕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天津：天津人民出板社，１９８０ 年），頁 ２８５。

〔５１〕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卷 １，頁 ７６６。

〔５２〕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卷 １，頁 ７６７。

〔５３〕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３２。

〔５４〕　 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１９。

〔５５〕　 另外，李氏於《詩瀋》之眉批亦言：“《總論》凡兩卷，議論皆平實有據，較後之

十八卷爲勝。惟必謂《序》非子夏作，蓋吾越學派，不甚信鄭君，故於《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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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違也。”王利器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頁 １０。

〔５６〕　 胡培翬：《福建臺灣道胡君别傳》，《胡培翬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２００５ 年），頁 ２９１。

〔５７〕　 按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有“宋初考古之條學”（頁 ２１９）載李氏之言

曰：“宋初經學之臣……猶守古學。至歐陽氏以文章名世，而開空疏之習；劉

原父以博洽冠時，而啓改亂之弊。自是而降，立異造新，決裂師法，如司馬文

正、陳祥道者，中流之一壺矣。”

〔５８〕　 李慈銘：《書沈光禄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録後》，《越縵堂詩文集》，頁

９００—９０１。

〔５９〕　 李慈銘：《致陳德甫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２１。

〔６０〕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頁 ７８。

〔６１〕　 同前書，頁 ５１１。

〔６２〕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頁 ３１５。

〔６３〕　 李慈銘言：“北江上疏事，以不喜漢學人議之，必將爲狂，爲好名，爲多事。予

初目之曰戇直，繼改曰樸忠，又曰抗激，後直定曰孤忠。蓋北江時已乞假將

歸，徒以身侍講幄，深悉親政之始，敬肆所由分，誅奸之後，治亂所從出；而府

庫已虧，盜賊四起，大臣雍容，憚於整飭，上下弛緩，責難無聞。故冒死上言，

直繩聖德，冀以殺身悟主，朝野震悚，得不謂之孤忠乎？”（同治癸亥十二

月十六）

〔６４〕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卷 ４８５，總頁 １３３９５。

〔６５〕　 王利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頁 ３１７。

〔６６〕　 〔唐〕徐彦：《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５５ 年），卷 １，頁 １ａ，總

頁 ６。

〔６７〕　 按：章學誠曾批評戴震“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此處所言古

文，非指古文經學，而是韓、柳古文。他説：“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

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義疏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

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其意蓋謂文史之學與經義訓詁皆是通往道之

門徑。在章氏看來，求道之路，不僅只在“經傳訓詁”一路，“文史校讎”同樣

是通向道的康莊坦途。〔清〕章學誠：《書朱陸篇後》，《章學誠遺書》（北京：

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頁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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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按：對於毛奇齡的學術特色，李慈銘有著墨不少，大抵愛其博辨，而不取其武

斷。此處援引二例，以見其梗概。如云：“余素喜毛西河氏諸經説，以其筆舌

隽利，爲經生家獨出，顧武斷處太多。”（咸豐丁巳九月廿八）又云：“閲毛西河

《昏禮辨正》……諸書。雖蔑棄先儒，不特掊擊注疏，痛詆朱子，至謂《禮經》

由秦漢人掇拾，多不足信，《士禮》亦戰國以後俗儒所爲，怪誕不經，其恣悍已

甚；然博辨不窮，不可謂非辨才絶出也。”（光緒丁亥十月初五）

〔６９〕　 李慈銘：《與顧河之孝廉書》，《越縵堂詩文集》，頁 ８２０。

〔７０〕　 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拙著：《常州莊氏術新論》，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 ２０００ 年博士論文，尤其是第五章。

〔７１〕　 盧敦基：《李慈銘研究》，頁 ４８。

〔７２〕　 同前書，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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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ｓ，Ｌｉ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ｒｅ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ｌｏｎｇ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Ｊｉａｑｉｎｇ ｅｒａ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ｆｉｎ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 Ｃｉｍｉｎｇ，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ｅｍａｎ Ｈａｌｌ，ｔｈｅ Ｈ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Ｊｉａｑｉｎｇ ｅｒａ，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３６１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　


